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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一篇文章利用中國企業層面調查資料，研究了地方政府在私營企業向銀行

申請貸款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實證結果表明，地方政府提供貸款幫助可以顯著提

高私營企業獲得貸款的可能性和貸款規模，而且這一效果在銀行融資困難程度更

加嚴重的組別中更強。此外，有證據顯示地方政府的説明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改善銀行部門的信貸配置效率。 

第二篇文章利用 2013 年起中國所進行的近些年來最大規模的反腐敗工作來

驗證其對於中國黨政機關公務用車採購的影響，我們利用中國大陸在 2009-2013

年的中國汽車登錄數據以及 difference-in-difference 的方法估計反腐敗工作對於

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銷量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在中共中央紀委宣布中央巡視組

進行各省反腐敗工作巡視之後才是真正意義上政府反腐敗工作的開始，這也提供

了研究政府反腐敗工作成效的一個實證機會，結果表明，黨政機關公務用車的採

購在政府公佈限購清單政策之後並無明顯效果，反而是在政府真正開始反腐敗運

動之後才有了顯著的政策效果。 

 

關鍵詞：政府政策評估、金融業、汽車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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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rst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proces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securing bank loans by using a survey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 We 

find that local government help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private firms 

obtaining bank credit and the size of bank loans. Especially, such effect is much 

stronger when it is more difficult for firms to obtain bank loans. We also provide 

some evidence that local government help can to some extent improve the credit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the banking sector. 

The second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a national anti-corruption policy in 

China focused on the purchase of official vehicles by using Chinese car purchase data 

from 2009 to 2013,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nalysis shows that announcement of 

inspections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s by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CCDI) on May 17, 2013 has effect on government official vehicles 

purchase, while having no effect after announcement of purchasing limitations policy. 

 

Keywords: government policy, financial industry, vehicle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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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言 

在國家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無論國家的政治形式為何，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所

扮演的角色尤為重要。政府通過制定相應的政府政策来實現政府職能，在促進經

濟發展的同時亦為國家的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發展環境，因此，無論是對於市

場經濟體制還是對於計劃經濟體制來說，政府政策的制定均非常重要。在政治經

濟學中，研究政治實體與政治環境對於經濟，尤其是政府政策對於經濟活動的影

響一直是眾多學者研究的重點。 

中國自 1978 年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經濟發展獲得了令全世界矚目的成

績。在其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發展歷程中，中國政府同時扮演

著發展經濟與領導市場的雙重角色，政府亦通過政府的力量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

展。然而，在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產業的發展會面臨著一定的困難以及局限，

因此，中國政府針對於不同產業的發展特性制定了不同的產業發展政策，從而促

進了不同產業的發展。 

中國製造業是中國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以及基礎，且中國汽車製造業發展迅

猛，在中國政府制定「六五計劃」之時，汽車工業即被定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

且在 2009年時，中國生產的汽車銷量已達到 1300萬輛，超越美國成為了全世界

最大的汽車市場1。而金融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晴雨表，反映了國民經濟的整

體與個體狀況，關係到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發展，其獨特地位以及固有的特點

使各國政府均十分重視金融業的發展，而中國經過了十幾年的改革，中國金融業

正處於飛速發展的進程中。因此，研究政府在金融業與汽車產業的政策影響效果

                         
1 http://www.gov.cn/jrzg/2010-01/11/content_1507693.htm。 

http://www.gov.cn/jrzg/2010-01/11/content_1507693.htm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74

 9 

具有深遠的意義。 

2 金融發展、地方政府幫助和私營企業

銀行貸款 

2.1 引言 

私營部門在經濟體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當中扮演著極為重要

的角色(McMillan & Woodruff, 2002)。由於內部資金有限，外部融資包括銀行貸

款依然是私營企業重要的資金來源，尤其對於擁有較好投資前景的私營企業而

言。然而，在大多數轉型經濟國家，一方面由於金融市場發展滯後，外部融資

通常僅限於銀行貸款，另一方面，由於嚴重的資訊不對稱問題，私營企業往往

面臨較強的外部融資約束。 

現有文獻除了關注經濟因素對私營企業發展的影響2，同時認為政府在私營

企業成長過程中的作用也是至關重要的(Shleifer, 1997) ，尤其是政府對於市場

經濟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經濟轉型的成功與否。例如，很多學者認為，在

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俄國政府扮演了「攫取之手」（grabbing 

hand）的角色(Frye & Shleifer, 1997)，導致私營企業以及經濟增長緩慢甚至停

滯。而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地方政府在私營企業成長過程中提供了許多

重要支援，包括構建良好的地方基礎設施和商業環境，給予私營企業某種形式

的政治庇護和產權保護，甚至幫助私營企業獲得關鍵的生產投入要素，其中極

為重要的方面是鑒於私營企業較難獲得外部融資尤其是銀行貸款，地方政府通

過貸款擔保和仲介人角色等，幫助私營企業在銀行信貸市場上獲得銀行貸款融

資。 

                         
2  比如經濟自由化，生產要素在部門之間的重新配置等，相關文獻的詳細綜述參見 McMilla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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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地方政府在私營企業向銀行申請貸款過程中的作用，旨在回答以

下問題：在中國獨特的制度背景之下，當金融體系發展滯後，私營企業在銀行

信貸市場上遭受歧視性待遇時，地方政府提供的貸款幫助是否可以顯著提高私

營企業得到銀行貸款的可能性和貸款規模？此外，地方政府給私營企業提供的

貸款幫助，屬於隨機幫助，還是為了尋租或者為了提高企業效率？最後，作為

進一步深入研究，我們試圖檢驗地方政府幫助企業獲得銀行貸款是否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了銀行信貸配置效率。我們認為，中國的發展經驗為我們研究以上問

題提供了極為合適的情境。首先，作為轉型經濟的代表，在經歷了三十多年漸

進式的市場化改革之後，中國依然缺乏有效率的市場支持性制度，尤其是金融

部門的改革和發展非常滯後，私營部門很難獲得銀行融資(Allen et al., 2005)。其

次，中國地方政府在經濟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一直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並

主導許多政策的制定執行和重要資源的配置(Xu, 2011)。 

本文資料來自 2003 年中國企業投資環境調查（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s, 

ICS），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政府貸款幫助顯著提高了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可能

性以及貸款規模，而且這一效果在銀行融資困難程度更加嚴重的組別中更強。

政府貸款幫助決定因素的迴歸結果表明，在私營企業向銀行申請貸款的過程

中，地方政府提供的幫助可能更加符合改善效率式的幫助。最後，有證據表明

政府貸款幫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銀行信貸配置效率。 

本文貢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本文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銀行部門針

對私營企業的信貸配置過程中扮演了積極的重要角色。現有文獻發現儘管銀行

部門的改革和發展遲緩，國有銀行的主導性非常突出，但是，商業準則仍然是

銀行向私營企業發放貸款和決定貸款規模的重要考慮(Firth et al., 2009)，本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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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結果也一致於這一結論。Bai et al. (2006b) & Li et al. (2008)發現政治關聯可以

幫助中國私營企業獲得銀行融資。Chen et al. (2013)認為賄賂在很大程度上決定

了哪些私營企業可以獲得銀行貸款，而且績效較好的企業支付更多的賄賂進而

獲得更大規模的銀行貸款。Tian et al. (2017)發現開放式創新3（open 

innovation）可以幫助企業獲得銀行融資，而且，相比賄賂而言，開放式創新對

於企業獲得銀行貸款更加有效。本文在該類文獻的基礎之上，進一步發現地方

政府在銀行部門信貸配置過程中也扮演了積極的角色。雖然隨著銀行部門改革

深入，地方政府無法直接命令銀行給特定企業貸款，但是在財政激勵和政治激

勵的作用下，通過貸款擔保和仲介人角色等，地方政府依然可能幫助私營企業

得到銀行貸款。 

其次，本文對政府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更加具體的證

據。以往文獻在研究該問題時大多關注於產業層面的政策制定(Rodrik, 2008)，

或者利用理論模型或地區層面資料實證研究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4。部

分限於資料的可得性，關於地方政府如何具體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企業層面實

證研究鮮少。本文利用中國企業層面調查資料，對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給出

了具體的經驗證據，即地方政府會幫助自身較難獲得銀行貸款的私營企業從銀

行獲得貸款，從而推動私營企業成長，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而且有證據顯示地

方政府的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糾正銀行信貸市場的失靈，改善銀行部門

的信貸配置效率。 

                         
3 
開放式創新一方面增加了企業資訊向外部環境的暴露，降低企業和銀行之間的資訊不對稱程

度；另一方面，開放式創新使得企業可以借助外部合作者的力量向銀行證明其有效利用貸款的

潛力，增強銀行對企業未來償還貸款的信心。 
4
 該類文獻我們將在制度背景和文獻回顧部分詳細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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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後續內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通過相關文獻的梳理，提出研究假說；

第三部分對資料和變數進行說明；第四部分介紹基準迴歸模型設定並呈現估計

結果；第五部分檢驗基準迴歸結果的穩健性；第六部分對政府貸款説明如何影

響銀行信貸配置效率進行檢驗；第七部分為本文結論。 

2.2 文獻回顧和假說提出 

2.2.1 私營企業銀行貸款 

大量研究文獻都普遍證實正式融資包括銀行貸款對於企業成長是極為重要

的(Beck et al., 2005; Demirgüç-Kunt & Maksimovic, 1998)。但是在一些發展中國

家，儘管金融體系較為落後，部分企業也實現了快速成長。因此，一些文獻認

為尤其在發展中國家，非正式融資管道例如商業信用同樣非常重要(Fisman & 

Love, 2003; McMillan & Woodruff, 1999)。針對中國的情形，即金融發展的滯後

和私營部門的快速成長，Allen et al. (2005)認為在支持私營部門成長方面，金融

體系中最成功的並非銀行部門或金融市場，而是一個由其他融資管道構成的部

門，如非正式金融、自籌資金和商業信用，以及企業、投資者和地方政府之間

各種形式的合作。然而，當市場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非正式融資的監督和執行機

制可能無法有效運作；此外，相比非正式融資，銀行貸款利率更低、期限更

長，因此，非正式融資重要作用的觀點也受到諸多文獻質疑。Cull et al. (2009)

利用 1998 年到 2003 年中國工業企業資料研究發現，雖然國有企業和部分盈利

的私營企業會給予無法進入正式信貸市場的合作夥伴商業信用，但是相比正式

金融部門而言，商業信用的規模很小，因此，他們認為沒有很強的證據顯示商

業信用在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Ayyagari et al. 

(2010)、Du et al. (2012)和 Li et al. (2016)都利用本文相同資料實證發現商業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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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非正式融資在促進企業成長方面的作用並不顯著。這些文獻表明儘管基於信

譽和關係的非正式融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幫助私營企業獲得融資，但其單獨可

能無法完全解釋私營部門快速的成長。所以，正式融資尤其是銀行貸款，對中

國私營企業的成長依然是非常關鍵的。 

在中國的經濟改革過程中，儘管私營企業在推動經濟增長、創新和就業等

方面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Zhu, 2012)，但是私營企業仍然很難獲得外部融

資、尤其是獲得銀行貸款融資，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國金融體系發展滯後、意

識形態方面的原因以及嚴重的資訊不對稱問題。 

中國金融體系從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開始逐步發展5。1950 年

前私營的金融類公司和機構都實現了國有化，1997 年之前中國銀行部門的一個

顯著特徵是國有銀行的主導性6。同時，由於國有企業需要承擔就業和社會穩定

的重任(Bai et al., 2006a)，私營部門基本被排除在銀行信貸市場之外，銀行部門

的貸款主要面向國有工業企業，這些政策性貸款造成國有銀行尤其是四大銀行

大量的不良貸款(Allen et al., 2008)。2001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大量境外資本開始湧入中國，同時，國外金融機構的進入也使得銀行業競爭越

來越激烈，政府開始積極採取各類措施提高銀行部門的運行效率，所有這些改

革的目的都是將銀行從政策工具轉型為以商業準則運作的商業機構。 

在經濟改革早期，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私營企業發展受到嚴重的限制

(Coase & Wang, 2012)。直到 1997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非公

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被多次強調，許多阻

                         
5 關於中國金融體系發展的詳細介紹參見 Allen et al. (2008)。 

6 La Porta et al. (2002)研究發現，1995 年中國政府持有前十大商業銀行 99.45%的資產，在抽樣

的 92 個國家中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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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私營部門發展的法律以及經濟壁壘被逐漸移除，銀行部門被正式允許借貸給

私營企業。2004 年，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修正案，進一步明確國家對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方針，完善對私有財產保

護的規定，私有財產第一次在憲法層面給予同公有財產同等的法律地位7。但是

限於中國金融體系的欠發達以及銀行部門國有銀行的主導性，儘管政府引入了

一系列舉措來創造一個對於各種所有制企業公平競爭的銀行信貸環境，私營企

業獲得的銀行貸款依然很少。Brandt & Li (2003)研究發現私營企業在銀行信貸

市場上受到歧視，相比國有企業，私營企業獲得貸款的可能性以及貸款規模都

顯著更低，並且受限於更高的貸款標準。 

不論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資訊不對稱問題都是私營企業獲得銀行

貸款的一個主要障礙。由於銀行對企業使用資金項目的風險程度和還款意願資

訊很難完全瞭解，同時，銀行也較難全面監督企業使用貸款的具體行為，而企

業的行為會影響其償還貸款的能力，因此，資訊不對稱問題在銀行信貸關係中

普遍存在。然而在轉型經濟國家包括中國，這一問題尤為嚴重。因為相比於國

有企業而言，大部分私營企業成立時間較短，加上之前銀行僅僅作為政策工具

而存在，所以銀行並沒有累積充分的私營企業可信的還貸歷史資訊以及信用評

級系統；同時，私營企業規模一般較小，缺乏足夠的抵押品，此外，私營企業

公司治理狀況不完善、財務狀況不透明，這些因素都會增加貸款的風險，進而

導致銀行部門在向私營企業貸款時極為謹慎。 

2.2.2 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 

                         
7 私有財產權保護的缺失也是私有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重要制約因素，例如，La Porta et al. 

(2000); La Porta et al. (1997, 1998)研究表明各國法律體系尤其是對投資者權利保護方面的差異可

以很大程度上解釋不同國家企業股權結構和融資行為方面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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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0 和 1990 年代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地方政府給當地鄉鎮企

業（TVEs）的成長提供了重要的支援，例如關鍵的投入要素，幫助企業從國有

銀行獲得貸款，甚至給予當地企業政治庇護(Che & Qian, 1998; Jin & Qian, 

1998)；而且在鄉鎮企業和部分國有企業私營化之後，地方政府在當地經濟中依

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Jin et al., 2005; Montinola et al., 1995)。 

為何不同於俄國政府「攫取之手」的情形，中國地方政府反而會幫助當地

商業企業的發展？這一顯著差異可以由中國的財政分權改革和基於績效的政治

晉升制度所解釋。1980 年代，中國的財政體制從之前中央計畫的「統收統支」

轉向新的「財政包幹制」。在舊財政體制之下，地方政府幾乎沒有任何財政激

勵，只是消極的服從中央指令。新的財政體制允許地方政府在上繳財政收入預

先設定的數量或比例給中央政府之後，可以享有財政收入的剩餘部分(Lin & 

Liu, 2000)，因而使得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和支出之間變得高度相關，同時提高了

地方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激勵(Jin et al., 2005)。1994 年的財政改革將「財政包

幹制」調整為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職權基礎上的「分稅制」，建立起新的政府間

財政稅收關係。分稅制改革不僅沒有削弱地方政府的財政激勵，反而強化或至

少維持了這一財政激勵強度(Jin et al., 2005; Zhang, 2006; 傅勇, 2008)，地方政府

的支出更加受制於地方財政收入。因此，為了擴大稅基從而增加地方財政收

入，地方政府積極改善商業環境，推動經濟增長。大量研究提供了關於財政激

勵和地方經濟績效之間正向聯繫的定性和定量的證據8(Jin et al., 2005; Qian & 

                         
8 張軍(2007)提供了相關重要文獻的一個回顧和討論。針對中國財政分權和經濟增長關係的實證

研究文章結論並非完全一致，可能的原因是不同研究採用的資料、模型設定、估計方法、以及

分權程度測量方式的不同(陳碩和高琳, 2012)，此外，更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地區初始條件的差

異(張軍, 2007)。謝貞發和張瑋 (2015)提供了關於財政分權和經濟增長關係的實證研究文章的一

個薈萃迴歸分析，發現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影響的不同實證研究結論受到不同研究特徵的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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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ngast, 1997)，並且都隱含地認為財政分權給地方政府官員提供了很強的財政

激勵來推動經濟增長9。 

促使地方政府官員幫助地方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激勵機制是基於績效的

政治晉升制度(Blanchard & Shleifer, 2001; Li & Zhou, 2005)。1978 年開始的經濟

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在地方經濟管理中開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伴隨經濟改

革，政府內部人事控制體系也進行了巨大的改革，人事管理方面一個關鍵的轉

變是政府官員評價考核標準的改變。不同于之前重點關注于政府官員的政治一

致性，改革之後，官員的年齡、教育水準、行政管理才能都是重要的考核指

標，而地方經濟績效則變成了考核評價官員最重要的標準之一(Li, 1998)。而

且，由於中國經濟體系的 M 型結構10，地方領導人績效之間易於區別並且可以

相互比較，使得相應的獎懲考核機制變得可行，進而造成地方政府官員之間的

錦標賽競爭(Maskin et al., 2000; Qian ,Xu, 1993)。 

2.2.3 假說提出 

外部融資困難、尤其是較難獲得銀行貸款融資是私營企業成長的一個主要

障礙。但是，鑒於私營企業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地方政府為了有效促進

地方經濟發展，可能通過各種方式説明中小企業獲得融資。例如，地方政府會

給位於經濟開發區內的私營企業提供更便利的外部融資機會。經濟開發區管理

                         
影響，而且，樣本文獻也存在發表偏倚問題。 

9 儘管許多文獻強調財政分權的好處，但是，也有文獻指出分權的成本，強調財政分權可能帶

來的負面效應，比如造成城鄉和地區間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加劇地方保護主義，以及導致財

政支出結構嚴重偏向經濟建設性支出、壓縮對教育醫療等一般性公共產品的供給等(傅勇和张

晏, 2007; 王永欽，等, 2007)。 

10 M 型結構指經濟體根據區域劃分組織生產活動，每個區域的管理者負責當地的生產；與其

相對應的是 U 型結構，指經濟體根據產業或部門劃分組織生產活動，每個產業或部門的管理者

負責不同地區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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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或由其注資並運作的公司，通常會給位於區域內的企業提供貸款擔保或

利息補貼，或者幫助符合要求的企業申請中央部委的特定政府資助。1990 年代

末，為了鼓勵經濟開發區內的創新活動，推動高科技產業中研發導向型小規模

企業發展，地方政府引導風投企業投資位於開發區內的研發導向型中小企業，

甚至建立自己的風投企業投資該類高科技企業。 

因此，當金融體系發展嚴重滯後，私營企業運營良好卻由於缺乏抵押品，

或者由於僵化的不適於當地情形的銀行信貸政策而無法獲得充足信貸，地方政

府在財政分權體制和基於績效的政治晉升制度的激勵下，可能會積極幫助這類

企業獲得銀行貸款。雖然隨著銀行部門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對當地銀行分支

機搆不再擁有直接命令權，但是，考慮到地方政府在地方經濟中的重要作用，

尤其是在經濟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角色，我們預期通過仲介人或者企業擔保人

等方式11，地方政府給私營企業提供的貸款幫助會提高私營企業得到銀行貸款

的可能性和規模。根據上述分析，我們提出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假說： 

假說 1：政府貸款幫助可以提高私營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可能性和貸款規

模。 

企業獲得政府貸款幫助是企業尋求政府幫助和政府提供幫助的均衡結果，

而這兩個方面因素背後的動機可能有很多。Cull et al. (2017)提供了政府幫助企

業的三種可能解釋。第一個解釋是隨機幫助，即企業隨機尋求該類幫助，同時

地方政府隨機選擇説明物件。第二個解釋是尋租活動式的幫助，類似於政府俘

獲理論(Hellman et al., 2003)，這一解釋表明政府向可以提供更多租金的企業提

供幫助，比如國有企業以及位於更加腐敗和制度較差地區的企業。第三個解釋

                         
11
 我們將本文中的「政府幫助」定義為政府在企業進行貸款的過程中扮演仲介人以及擔保人的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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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改善效率式的幫助，認為政府更可能幫助效率改善空間更大的企業，比如年

輕企業、非國有企業、公司治理結構較好的企業以及位於制度較好地區的企

業。 

根據上一小節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角色的論述，我們基本可以排除隨機

幫助的解釋。但是針對後面兩個解釋，我們需要詳細討論。首先，由於市場支

持性制度的不完善，尋租腐敗現象在轉型經濟國家普遍存在(Shleifer & Vishny, 

1993; Wedeman, 2005)。大量文獻研究了在中國腐敗的成因及其對企業成長的影

響(Cai et al., 2011; Dong & Torgler, 2013; You & Nie, 2017)。Dong et al. (2016)利

用中國企業層面調查資料和城市資料，發現如果地方商業管制環境較差、或者

尋租機會較多時，私營企業家在生產性活動的時間配置會顯著減少，在非生產

性活動（公關招待等）方面的時間配置會顯著增加。因此，當私營企業面臨較

強的外部融資約束時，可能會積極尋求政府幫助，甚至賄賂相關官員，爭取政

府貸款幫助。其次，也有文獻認為中國地方政府在經濟轉型過程中起著積極的

推動作用。Coase & Wang (2012)發現地方政府為了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會構建

良好的地方基礎設施和商業環境，並幫助企業解決經營過程中遇到的相關問

題。Du et al. (2014)發現中國私營企業商業糾紛解決中，在政府相對市場力量更

大的地區，企業績效更好。Cull et al. (2017)認為，為了促進當地市場發展，地

方政府所提供的説明（產品、市場、創新、貸款等方面）有助於企業效率的提

高。因此，當制度不完善導致諸多扭曲存在，同時考慮到地方政府所面臨的財

政激勵和政治激勵，以及政治晉升對政府官員的巨大吸引力，在私營企業向銀

行申請貸款的過程中，地方政府提供的幫助有可能是為了改善企業效率。據

此，我們提出如下兩個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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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 2a：地方政府提供的貸款幫助屬於尋租活動式的幫助。 

假說 2b：地方政府提供的貸款幫助屬於改善效率式的幫助。 

2.3 資料介紹與變數說明 

2.3.1 資料來源與樣本選取 

本文資料來自 2003 年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中國國家統計局企業調查

總隊（Enterprise Survey Organization）聯合進行的中國企業投資環境調查

（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s, ICS）。為了獲得一個平衡且具有代表性的企業樣

本，調查包括 5 個區域 18 個城市的 2400 家企業12。抽樣覆蓋不同產業、不同所

有制、不同規模的各類企業。調查問卷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通過與企業經理人

訪談，獲取關於企業、經理人特徵、創新、市場環境、國內國際貿易、同客戶及

供應商關係、同政府關係等一系列基本資訊。第二部分分別由企業會計主管和人

力資源經理提供企業生產、成本、雇員資訊、工資等定量資訊。問卷中的大多數

定性問題只涉及 2002 年，但是大量定量問題覆蓋 2000 年到 2002 年。這一調查

資料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包含了大量中小規模企業，而這類企業更可能遭受融資問

題的困擾(Beck & Demirguc-Kunt, 2006)。 

考慮到銀行部門針對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的信貸決策標準可能存在不同，

以及私營企業和銀行之間的資訊不對稱問題更加嚴重，本文選取私營企業13樣

本進行分析，參考現有文獻(Firth et al., 2009; Tian et al., 2017)，私營企業定義為

私人部門擁有企業份額超過 50%。 

                         
12
 具體抽樣城市如下，中部地區：鄭州，武漢，長沙，南昌；沿海地區：江門，深圳，杭州，

溫州；東北地區：哈爾濱，長春，本溪，大連；西北地方：蘭州，西安；西南地區：南寧，貴

陽，昆明，重慶。 

13 本研究中去掉了國有企業相關數據，因此樣本觀測值為 1800多家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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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變數說明 

2.3.2.1. 銀行貸款變數 

我們使用兩個變數來描述企業銀行貸款的情況，一個是企業是否獲得銀行

貸款，這是一個虛擬變數，等於 1 如果企業經理人對如下問題的回答為「是」：

企業是否從銀行或金融機構獲得貸款？，否則等於 0。另一個是企業銀行貸款

的規模，其定義為銀行授信額度占企業總資產的比例。從表 2-1的敘述性統計

中可以看到，大約 23.0%的企業報告獲得銀行貸款，平均銀行授信額度是總資

產的 19.3%。 

2.3.2.2. 銀行貸款影響因素變數 

本文的核心解釋變數是政府貸款説明，這一變數來自問卷中經理人對如下

問題的回答：企業從銀行獲得貸款的過程中，任何政府機構或官員是否曾提供

幫助？大約 15.9%的企業在向銀行貸款過程中獲得政府幫助。 

在本文基準迴歸模型中，我們控制了一系列可以降低銀行和企業之間資訊

不對稱的因素，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企業成功執行投資專案的能力

以及償還貸款的意願。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74

 21 

表 2-1變數敘述性統計 

變數名稱 觀察值 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bank_loan 1813 0.230 0.421 0 1 

loan_size 1810 0.193 0.650 0 4.731 

gov_loan_help 1833 0.159 0.366 0 1 

gov_loan_help_sc 1827 0.159 0.160 0 1 

lag_ros 1841 0.167 0.240 -0.722 0.950 

age 1863 2.120 0.787 0.693 3.951 

firm_size 1860 4.670 1.389 0 10.154 

state_share 1862 0.008 0.051 0 0.497 

group_member 1863 0.229 0.420 0 1 

ceo_edu 1856 15.609 2.422 0 19 

ceo_tenure 1845 5.948 4.248 1 33 

ceo_salary 1863 0.204 0.403 0 1 

kofl 1807 3.699 1.531 -0.288 7.381 

ceo_party 1829 0.598 0.491 0 1 

ceo_govoffical 1850 0.053 0.224 0 1 

park 1842 0.288 0.453 0 1 

innovation 1863 0.410 0.360 0 1 

constraint14 1863 0.638 0.481 0 1 

growth 1238 0.400 0.490 0 1 

etc 1830 0.400 0.490 0 1 

reinvestment 1655 0.188 0.330 0 1 

productivity 1857 4.331 1.658 -5.602 16.454 

etc_sc 1830 0.022 0.015 0.003 0.113 

court_dispute_sc 1703 0.059 0.067 0 1.000 

gov_competent_sc 1684 0.358 0.139 0.020 0.800 

official_help_sc 1733 0.346 0.129 0.022 0.840 

finan_development 1863 4.961 2.333 1.460 9.230 

ln_gdp 1863 9.561 0.623 8.640 11.932 

註：變數等詳細定義請參考附錄 1:變數定義。 

 

第一類變數涉及企業基本特徵，參考現有文獻(Firth et al., 2009; Tian et al., 

2017)，我們控制了企業年齡、企業規模和企業績效。為了減輕內生性問題，我

                         
14 其中需要貸款且獲得貸款的企業為 370家，需要貸款但未獲得貸款企業為 808家，不需要貸

款且未獲得貸款企業為 60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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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使用滯後一期的 ROS 來度量企業績效，定義為滯後一年的企業息稅前利潤除

以總銷售額。我們採用息稅前利潤而非淨利潤，是因為淨利潤容易受到盈餘管

理以及內部資產出售損益等人為操縱的影響。現有文獻證實與政府的密切關係

可以有效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Cull et al., 2015)，我們利用政府擁有企業的份額

作為企業同政府密切程度的度量。此外，現有文獻認為隸屬於集團公司的企業

可以通過內部資本市場獲得融資(Khanna & Yafeh, 2007)，因此對於外部銀行貸

款的需求較低，我們進一步控制了企業是否隸屬於集團公司。 

第二類變數涉及企業總經理特徵，現有文獻證實總經理相關特徵是企業獲

得銀行貸款的重要影響因素(Firth et al., 2009; Tian et al., 2017)。在基準迴歸模型

中，我們加入了如下總經理特徵變數：總經理受教育程度，總經理在職年數，

以及總經理工資是否實行年薪制。總經理受教育程度越高代表其人力資本水準

越高；總經理在職年數越長，說明總經理更加瞭解市場狀況並且在企業經營活

動中更有經驗；總經理工資實行年薪制的激勵相容機制使得總經理同企業目標

更加一致。這三個變數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反映出企業的盈利能力，有助於企

業獲得銀行貸款。 

在迴歸模型中，為了控制企業所在城市的經濟發展水準和企業所在地區的

金融發展程度，我們加入了城市人均 GDP 的對數和 Fan et al. (2011)市場化指數

的子指標金融市場化程度15。此外，我們還加入了產業虛擬變數來控制產業固

定效應，以及區域虛擬變數來捕捉區域固定效應。變數的詳細定義參見附錄

1。 

                         
15 需要說明的是，由於 Fan et al. (2011) 市場化指數度量在省份層面，所以，我們此處控制的是

省份層面的金融市場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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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基準迴歸模型設定和結果 

本節我們分析政府貸款幫助是否能夠有效幫助企業獲得銀行貸款，並且提

高銀行貸款的規模。儘管獲得政府貸款幫助的企業中最終大約有 49.1%的企業

獲得了銀行貸款，相比沒有獲得政府貸款幫助的企業比例（18.1%）高出很多，

但是，有可能即使沒有政府幫助，這類企業也可以憑藉自身特徵、所處的產業

和區域環境等特徵而更容易獲得銀行貸款。所以，獲得政府貸款幫助是否可以

顯著提高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概率以及貸款的規模，仍然是一個需要謹慎檢驗

的問題。 

我們設定如下計量模型來研究企業獲得政府貸款幫助是否聯繫于更高的得

到銀行貸款的可能性和貸款規模： 

𝐵𝑎𝑛𝑘_𝑓𝑖𝑛𝑎𝑛𝑐𝑒𝑖𝑗𝑐 = 𝛼 + 𝛽𝑔𝑜𝑣_𝑙𝑜𝑎𝑛_ℎ𝑒𝑙𝑝𝑖𝑗𝑐 + 𝜃𝐹𝑖𝑟𝑚𝑖𝑗𝑐 + 𝜙𝐿𝑜𝑐𝑎𝑙𝑐 + 𝛿′𝑗 + 휀𝑖𝑗𝑐(1) 

下標 i，j，c 分別表示企業、產業、城市，εijc是誤差項。被解釋變數

Bank_finance 為前文定義的度量企業銀行貸款的變數：獲得銀行貸款

（bank_loan）和銀行貸款的規模（loan_size）。本文重點關注的解釋變數是

gov_loan_help，即企業在銀行貸款過程中政府是否提供幫助。在基準迴歸模型

中，我們控制了企業特徵（Firm），企業所處環境變數（Local），產業固定效

應，以及區域固定效應。 

表 2-2 報告了基準迴歸模型的結果。第 1 列和第 2 列研究企業是否獲得銀

行貸款的影響因素，由於是否獲得銀行貸款是二值變數 0 或 1，我們採用 Probit

模型估計；第 3 列和第 4 列考察銀行貸款規模的影響因素，因為大量企業沒有

獲得銀行貸款，貸款規模為 0，我們採用 Tobit 模型估計。考慮到銀行貸款在城

市產業層面的相關性，迴歸結果中報告了經過城市產業聚類調整的標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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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迴歸結果顯示政府貸款説明顯著聯繫於企業獲得銀行貸款更高的可

能性，以及更大的貸款規模，並且，當我們控制了產業和區域虛擬變數之後，

結果幾乎沒有改變，只是相應的估計係數稍微減小。表 2-2 的結果支援了假說

1，即政府貸款幫助可以顯著提高私營企業得到銀行貸款的可能性和貸款規模。

企業獲得銀行貸款（Probit）模型第 2 列估計結果表明，政府貸款幫助變數在樣

本均值處的邊際效應為 0.168，即政府貸款幫助可以使企業獲得銀行貸款概率提

高 16.8 個百分點，相比全樣本中大約 23.0%的企業獲得銀行貸款，可以發現政

府貸款幫助的效果非常大；銀行貸款規模（Tobit）模型第 4 列估計結果表明在

樣本均值處，政府貸款幫助可以使銀行貸款規模增加 16.3 個百分點（占企業總

資產比例），銀行貸款規模的全樣本均值為 19.3%，說明政府貸款幫助的效果非

常顯著。關於控制變數，表 2-2 顯示企業績效正向顯著聯繫於銀行貸款獲得和

貸款規模，這一結果一致於 Firth et al. (2009)和 Tian et al. (2017)，即銀行傾向於

給績效較好的私營企業貸款。中國經濟改革給私營企業提供了大量潛在的成長

機遇，私營企業快速湧現，但是由於銀行缺乏私營企業可信的還貸歷史資訊以

及信用評級系統，銀行在針對私營企業貸款申請的信用審查中，很多情形下只

能依賴於企業財務報告中所呈現的績效狀況來判斷企業的營運能力以及是否具

有獲得貸款的資格。因此，商業準則是銀行向私營企業貸款的重要考慮。 

企業年齡和銀行貸款獲得以及貸款規模負相關16，原因可能有如下幾個方

                         
16 這一結果與 Firth et al. (2009)和 Tian et al. (2017)的估計結果符號一致，但僅在本文迴歸結果

中，企業年齡的估計係數在 10%（Access to bank finance）或 5%（Size of bank finance）的水準

上顯著。我們認為，主要原因可能是模型設定存在的差異。例如 Firth et al. (2009)迴歸模型中沒

有加入「政府貸款説明」變數，並且沒有控制「區域虛擬變數」，在本文基準模型中，上述變數

均得到控制。Tian et al. (2017)模型設定中進一步加入了賄賂（Bribery）和創新開放度

（Openness for innovation）等變數，導致樣本規模大量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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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首先，成立時間較長的企業對於成本較高的外部融資的需求可能相對較

低，一方面該類企業可能擁有比較充分的留存利潤可以用來融資，另一方面企

業同交易夥伴建立合作關係的時間也會越長，因而可以利用交易夥伴提供的商

業信用來融資。其次，基準迴歸結果表明，企業績效正向顯著聯繫於銀行貸款

獲得和貸款規模，而企業年齡和企業績效（lag_ros）顯著負相關（相關係數為-

0.078，且在 1%的水準上顯著），因此，成立時間較長、績效較差的企業可能

較難獲得銀行融資。最後，我們發現在「申請銀行貸款、同時獲得政府貸款幫

助」和「申請銀行貸款、沒有獲得政府貸款幫助」的企業組別中，企業年齡的

均值分別為 10.894 和 13.984，而且這一均值差異在 1%的水準上顯著，表明在

申請銀行貸款的企業中，地方政府可能會特別幫助年齡較小的企業，因而該類

企業獲得銀行融資的可能性和規模均會提高。 

此外，銀行傾向於給規模更大的企業貸款，而且大規模企業的貸款規模也

更大。原因可能是，一般而言，小規模企業財務狀況通常不太透明，而且擁有

較少的抵押品可以提供給銀行，即小規模企業較難向銀行發送其真實營運能力

和還款意願的優質信號。由於資訊不對稱問題，相比大規模企業，對銀行而言

小規模企業更具風險，因此，獲得貸款的概率和規模可能較低。政府擁有企業

份額變數為正但不顯著，可能的原因是這類企業是被私營化的前國有企業，儘

管政府仍然持有少量企業份額，但是所有制的變化使得這類企業在銀行信貸市

場上無法享有國有企業的優待。企業是否屬於集團公司變數也不顯著，說明是

否屬於集團公司對於企業銀行貸款並沒有顯著影響，原因可能是集團公司的內

部資本市場融資功能無法滿足處於快速經濟增長環境中企業大量的投資機遇，

使得企業仍然需要依賴於其他形式的外部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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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經驗和激勵變數都正向顯著聯繫於銀行貸款獲得和貸款規模，即銀

行更願意貸款給總經理更有經驗以及總經理的激勵機制更好的企業，這些結果

也與 Firth et al. (2009)一致。總經理教育程度為負但不顯著，說明相比于總經理

經驗而言，總經理教育程度並不能有效地向銀行發送企業營運能力的信號。 

表 2-2 政府貸款幫助和企業銀行貸款獲得及規模：基準迴歸 

 
Access to bank finance 

(Probit) 

Size of bank finance 

(Tobit) 

 (1) (2) (3) (4) 

gov_loan_help 0.679*** 0.628*** 1.046*** 0.933*** 

 (0.090) (0.093) (0.174) (0.168) 

lag_ros 0.353** 0.485*** 0.521** 0.623** 

 (0.154) (0.159) (0.251) (0.243) 

age -0.089* -0.090* -0.167** -0.141** 

 (0.048) (0.050) (0.072) (0.070) 

firm_size 0.309*** 0.289*** 0.367*** 0.340*** 

 (0.030) (0.032) (0.049) (0.051) 

state_share 0.304 0.270 0.051 0.092 

 (0.642) (0.642) (0.772) (0.758) 

group_member 0.098 0.051 0.164 0.112 

 (0.075) (0.085) (0.120) (0.129) 

ceo_edu -0.026 -0.017 -0.040 -0.033 

 (0.027) (0.025) (0.037) (0.033) 

ceo_tenure 0.018** 0.016* 0.023* 0.020 

 (0.009) (0.009) (0.013) (0.013) 

ceo_salary 0.197** 0.154* 0.365*** 0.313** 

 (0.082) (0.085) (0.140) (0.139) 

宏觀控制變數 Yes Yes Yes Yes 

產業虛擬變數 No Yes No Yes 

區域虛擬變數 No Yes No Yes 

N 1750 1750 1747 1747 

註：①宏觀控制變數包括：市場化指數子指數金融市場化程度；城市人均 GDP 的對數（2002

年）。② ***、**、*分別表示在 1%、5%、10%的置信水準上顯著；括弧內是經過城市產業聚

類調整的標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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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穩健性檢驗 

本文基準迴歸模型的結果可能會受到內生性問題的影響。因此，接下來我

們將對該問題進行詳細探討，試圖通過以下方法來減輕估計模型潛在的內生性

問題17。 

首先，基準迴歸模型中可能存在逆向因果的問題。因為在銀行信貸市場

上，預期自身較難獲得貸款或者貸款規模較小的企業可能會更加積極尋求政府

幫助，即獲得銀行貸款的概率或貸款規模會影響政府貸款説明變數，從而導致

估計結果偏誤。為了減輕估計模型的內生性問題，我們使用工具變數方法進行

估計。 

其次，我們利用 Maddala (1983)提出的「Heckman 兩階段模型」對政府貸

款説明變數進行結構建模，以解決模型中依不可測變數的樣本選擇偏誤問題。

這一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克服樣本選擇偏誤的影響，使得估計結果更加可

信。此外，我們根據企業可能面臨的銀行融資困難程度高低對企業進行分組，

檢驗政府貸款幫助的效果是否在銀行融資困難程度更加嚴重的組別中更強，這

一檢驗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確保估計結果的穩健性。 

                         
17 儘管在基準迴歸模型中我們加入了一系列控制變數以及產業和區域虛擬變數，但是仍然有可

能遺漏了影響企業銀行貸款的其他城市產業層面或企業層面的潛在變數，所以，在穩健性分析

中我們進一步逐次控制了企業銀行貸款的其他可能決定因素：城市產業層面控制變數（企業非

正式支付比例的城市產業平均值、企業通過法院裁決解決的商業糾紛比例的城市產業平均值、

政府官員有效服務比例的城市產業平均值、政府官員支援企業發展比例的城市產業平均值、企

業投入要素通過商業信用購買的比例的城市產業平均值）；企業政治關聯控制變數（總經理是否

是黨員、在成為企業總經理之前其是否為政府官員）；銀行控制變數（企業同其主要銀行打交道

時間的對數、企業同多少家銀行或金融機構有業務往來）；公司治理控制變數（總經理是否同時

兼任董事會主席、董事會獨立董事成員個數、董事會成員擁有企業份額）；企業貸款條件變數

（貸款是否由省或地方政府信用擔保機構提供擔保、貸款年利率）。結果表明潛在遺漏變數並不

會對我們的結論造成嚴重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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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工具變數迴歸 

這一小節我們使用工具變數方法進行估計。對於潛在內生解釋變數「政府

貸款説明」，我們尋找的工具變數涉及城市產業層面政府貸款幫助的平均水準。

具體而言，參考 Fisman & Svensson (2007)以及 Lin et al. (2010)，我們使用同一

城市產業所有企業獲得的政府貸款幫助的平均值，作為城市產業層面政府貸款

幫助的平均水準的度量。我們選擇政府貸款幫助的城市產業層面的平均值，主

要基於以下兩個方面的考慮：首先，由於中國改革進程的漸進式特徵，地區間

市場支援性制度發展差異顯著，同時，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也存在差

異(Xu, 2011)，這一特徵在城市層面也非常突出(Cull & Xu, 2005; Cull et al., 

2017; Lu et al., 2013)。其次，中國的工業化過程伴隨著顯著的空間集聚和地區

專業化(Long & Zhang, 2012)，地方政府為了有針對性地推動轄區內相關產業發

展，積極採取各類政策，如建立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出口

加工區等(Alder et al., 2016)。因而，地方政府轄區內不同產業獲得的政府支持

可能不同。18 

工具變數的合理性依賴於相關性條件和排他性約束。首先，對於相關性條

件，我們認為，城市產業層面政府貸款幫助的平均水準主要衡量了為了幫助企

業獲得銀行貸款，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和努力程度，因此與企業層面「政府貸款

幫助」獲得的可能性相關。其次，對於排他性約束，我們認為，在本文研究情

境中，特定企業無法觀測的、和銀行貸款相關的特徵不太可能影響城市產業層

                         
18
 我們將政府貸款説明作為被解釋變數，城市、產業虛擬變數作為解釋變數，同時控制一系列

企業基本特徵、企業總經理特徵，進行迴歸，F 檢驗結果表明，我們可以在 1%的水準上拒絕城

市虛擬變數或者產業虛擬變數為 0的原假設，說明政府貸款幫助在城市層面和產業層面均存在

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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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政府説明這一環境變數。第一，地方政府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通常是基於

地方經濟發展整體考慮，單個企業幾乎不可能扭轉政策的方向。第二，儘管樣

本中少量企業總經理擁有一定程度的政治關聯，比如 5.3%的企業總經理之前是

政府官員，但是，我們很難想像如此少量的企業總經理能夠通過遊說或者談判

的方式改變特定產業政策，尤其是政府提供的幫助。第三，如果我們在迴歸模

型中加入了充分的控制變數，尤其是企業同政府的密切程度，以及總經理的人

力資本和在職年數，那麼，特定企業無法觀測的特徵將幾乎不可能影響城市產

業層面的政府幫助。最後，也許某些無法觀測的企業、或企業總經理特徵，可

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城市產業層面的政府幫助。但是，該類特徵發揮實質性

作用的前提是擁有類似無法觀測特徵的企業或企業總經理的集體行動，鑒於本

文樣本企業抽樣的隨機性，以及樣本企業占抽樣城市相關產業全部企業的比例

較小，集體行動幾乎不可能發生。 

表 2-3 呈現了 2SLS 的估計結果19。第一階段迴歸結果顯示工具變數

（gov_loan_help_sc）與潛在內生變數（gov_loan_help）均在 1%的水準上顯著

正相關，而且不可識別檢驗統計量（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也表明，

工具變數滿足相關性條件。此外，弱工具變數檢驗的結果，即較大的 Shea's 

partial R-squared 和 F 統計量，幫助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弱工具變數的擔

心。第二階段迴歸結果表明政府貸款幫助會顯著提高企業銀行貸款獲得的可能

性和規模。本小節工具變數迴歸的結果與基準迴歸結果一致，進一步支持了假

說 1。 

                         
19 根據 Angrist (2001)的建議，我們在正文中報告了 2SLS 的估計結果。此外，我們也估計了

IV-Probit (Access to bank finance)和 IV-Tobit (Size of bank finance)模型，結果與 2SLS 的估計結果

在定性上非常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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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政府貸款幫助和企業銀行貸款獲得及規模：工具變數迴歸（2SLS） 

 Access to bank finance  Size of bank finance 

 (1) (2)  (3) (4) 

第二階段      

gov_loan_help 0.387*** 0.286***  0.637*** 0.527*** 

 (0.065) (0.073)  (0.199) (0.201) 

第一階段      

gov_loan_help_sc 0.886*** 0.910***  0.885*** 0.907*** 

 (0.023) (0.024)  (0.023) (0.024) 

控制變數 Yes Yes  Yes Yes 

Under-identification test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27.635 35.241  27.432 35.078 

p-value 0.000 0.000  0.000 0.000 

Weak identification test      

Shea's partial R-squared 0.135 0.107  0.135 0.106 

First-stage F statistic 1503.670 1498.250  1470.782 1457.453 

p-value 0.000 0.000  0.000 0.000 

N 1750 1750  1747 1747 

註：①控制變數包括：表 2-2 第 1 列或第 3 列中的控制變數、宏觀控制變數；在第 2 列和第 4

列中，我們進一步加入了產業虛擬變數、區域虛擬變數。②***、**、*分別表示在 1%、5%、

10%的置信水準上顯著；括弧內是經過城市產業聚類調整的標準誤。 

 

2.5.2 Heckman 兩階段模型 

為了儘量減輕樣本選擇偏誤問題對估計結果的影響，本小節我們利用

「Heckman 兩階段模型」對政府貸款説明變數進行結構建模，結果方程仍為

（1）式，假設處理變數政府貸款説明由如下處理方程所決定： 

𝑔𝑜𝑣_𝑙𝑜𝑎𝑛_ℎ𝑒𝑙𝑝𝑖𝑗𝑐 = 𝟏(𝑧′
𝑖𝑗𝑐𝛹 + 𝑢𝑖𝑗𝑐)     (2) 

其中，1()為示性函數，假設擾動項（εijc, uijc）服從二維正態分佈： 

(
휀𝑖𝑗𝑐

𝑢𝑖𝑗𝑐
) ~N [(

0

0
) , (

𝜎𝜀
2

𝜌𝜎𝜀

𝜌𝜎𝜀

1
 )]   (3) 

其中，ρ 為（εijc, uijc）的相關係數，uijc 的方差被標準化為 1。定義企業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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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hazard）為： 

𝜆𝑖𝑗𝑐 = {
𝜆(−𝑧′

𝑖𝑗𝑐𝛹)  𝑖𝑓 𝑔𝑜𝑣_𝑙𝑜𝑎𝑛_ℎ𝑒𝑙𝑝𝑖𝑗𝑐 = 1 

−𝜆(𝑧′
𝑖𝑗𝑐𝛹)𝑖𝑓  𝑔𝑜𝑣_𝑙𝑜𝑎𝑛_ℎ𝑒𝑙𝑝𝑖𝑗𝑐 = 0

 (4) 

其中，λ()為反米爾斯函數（Inverse Mill’s Ratio），即𝜆() ≡
∅(𝑐)

1−Φ(𝑐)
 

，其中，ϕ(c)和 Φ(c)分別為正態分佈的概率密度函數和累積密度函數。 

我們採用兩步法估計：第一階段利用 Probit 估計處理方程（2），即政府貸

款幫助的決定因素方程，得到係數估計值並計算反米爾斯函數；第二階段分別

估計企業銀行貸款獲得和貸款規模方程，得到相應係數估計值和反米爾斯比率

的估計係數。 

首先，為了更加清晰地認識哪些企業以及環境特徵會影響地方政府對私營

企業提供貸款幫助，進而對本文的第二個假說，即地方政府給私營企業提供的

貸款幫助屬於尋租活動式幫助還是改善效率式幫助，提供經驗證據，我們首先

在表 4 中報告了政府貸款幫助決定因素方程的迴歸結果，也可視為 Heckman 兩

階段模型的第一階段估計結果。 

表 2-4 的迴歸結果顯示許多企業特徵變數和地方制度環境變數是統計顯著

的，強烈拒絕政府隨機幫助的解釋。根據迴歸結果，地方政府更可能幫助年輕

的、資本勞動比較高的、公司治理結構較好的、總經理任職年數更長的、位於

工業園區、科技園區或者出口加工區的創新性企業；同時，位於經濟發展水準

較低、金融市場化程度較低、但是政府官員服務更加有效地區的企業也更容易

獲得政府貸款幫助。這些證據顯示政府貸款説明符合改善效率假說。企業規模

在迴歸結果中顯著為正，表明大規模企業更可能獲得政府貸款幫助，一種可能

是大規模企業可以給當地提供大量就業，而就業是地方政府的一個重要目標，

這一解釋一致於政府俘獲理論；但是由於規模經濟，對於大規模企業的等量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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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可能會產生更大的收益，說明政府幫助也可能是為了改善效率。此外，總經

理是黨員的企業也更容易獲得政府貸款幫助，表明政治關聯也可能是企業獲得

政府幫助的原因；而政府擁有企業份額的迴歸結果不顯著，表明由於本文中主

要研究的是私營企業，政府擁有企業份額較少，從政治關聯角度來看也會影響

企業是否會獲得政府幫助。 

綜合上述證據，考慮到地方政府所面臨的財政激勵和政治激勵，我們認為

政府貸款幫助更傾向於改善企業效率，從而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因此，表 2-4

的結果更傾向於支持假說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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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政府貸款幫助的決定因素 

 (1) (2) (3) (4) 

ln_gdp -0.189*** -0.152** -0.168** -0.222*** 

 (0.054) (0.066) (0.082) (0.063) 

finan_development -0.032 -0.055** -0.058** -0.050* 

 (0.026) (0.024) (0.026) (0.028) 

lag_ros -0.158 -0.111 -0.061 -0.118 

 (0.163) (0.163) (0.178) (0.187) 

age -0.116** -0.094 -0.104* -0.100 

 (0.055) (0.057) (0.061) (0.062) 

firm_size 0.176*** 0.166*** 0.159*** 0.166*** 

 (0.027) (0.034) (0.036) (0.038) 

kofl 0.101*** 0.109*** 0.110*** 0.120*** 

 (0.018) (0.022) (0.023) (0.025) 

state_share 1.162* 0.461 0.520 0.597 

 (0.701) (0.926) (0.811) (0.876) 

ceo_edu -0.014 -0.020 -0.017 -0.015 

 (0.022) (0.021) (0.021) (0.020) 

ceo_tenure 0.026*** 0.027*** 0.026** 0.029*** 

 (0.009) (0.010) (0.011) (0.011) 

ceo_party 0.083 0.135* 0.144* 0.148* 

 (0.074) (0.080) (0.080) (0.080) 

ceo_govoffical -0.029 -0.078 0.045 0.058 

 (0.189) (0.171) (0.209) (0.202) 

ceo_salary 0.425*** 0.376*** 0.380*** 0.358*** 

 (0.085) (0.079) (0.074) (0.080) 

group_member -0.120 -0.099 -0.105 -0.037 

 (0.111) (0.112) (0.110) (0.113) 

park 0.353*** 0.358*** 0.267*** 0.282*** 

 (0.091) (0.088) (0.100) (0.106) 

innovation 0.667*** 0.579*** 0.502*** 0.499*** 

 (0.131) (0.133) (0.155) (0.160) 

etc_sc  -4.640 -4.919 -0.797 

  (3.722) (3.424) (3.468) 

court_dispute_sc  -0.671 0.480 0.812 

  (0.661) (0.666) (0.661) 

gov_competent_sc  0.998*** 1.328*** 1.204*** 

  (0.322) (0.406) (0.347) 

official_help_sc  0.079 -0.352 -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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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43) (0.371) (0.364) 

產業虛擬變數 No No Yes Yes 

區域虛擬變數 No No No Yes 

N 1693 1381 1381 1381 

註：***、**、*分別表示在 1%、5%、10%的置信水準上顯著；括弧內是經過城市聚類調整的標

準誤。 

 

接下來的 Heckman 兩階段模型分析中，為了儘量避免樣本損失，我們在第

一階段利用 Probit 估計處理方程時捨棄了城市產業層面變數和區域控制變數，

但是加入了城市虛擬變數。此外，考慮到地區間金融發展程度的差異和企業異

質性，私營企業銀行融資困難程度可能存在顯著差異。比如，金融市場化程度

較低地區的企業銀行融資可能更加困難，小規模企業財務資訊不透明以及缺乏

可抵押品因而更難從銀行貸款，此外，大量研究發現政治關聯可以幫助企業獲

得資源包括銀行貸款(Khwaja & Mian, 2005; Li et al., 2008)，因此沒有政治關聯

的企業也可能較難從銀行獲得貸款。據此，我們認為位於金融市場化程度較低

地區的企業、小規模企業、CEO 不是黨員的企業銀行融資困難程度更高。所

以，我們也根據企業可能面臨的銀行融資困難程度高低對企業進行分組，我們

預期在不同銀行融資困難程度的企業組別中，政府貸款幫助對企業銀行貸款獲

得和貸款規模的效果存在差異。 

表 2-5 報告了 Heckman 兩階段模型全樣本（Panel A）和分組迴歸（Panel 

B、Panel C、Panel D）第二階段的估計結果20。Panel B 中我們選擇的分組依據

是地區金融發展程度，地區金融發展程度較低指該地區金融市場化程度小於樣

本中位數，其餘地區分組為金融發展程度較高；Panel C 利用企業規模進行分

                         
20 限於篇幅，此處沒有報告全樣本和各分組 Heckman 兩階段模型第一階段的估計結果，總體而

言，第一階段估計結果同表 2-4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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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企業規模小是指 2002 年企業總雇員數量小於樣本中位數，其餘企業分組為

規模大；Panel D 的分組依據是企業 CEO 是否黨員。 

Panel A 全樣本結果顯示，在企業銀行貸款獲得和貸款規模迴歸中，政府貸

款幫助的係數相比基準迴歸模型都變大，而且反米爾斯比率的係數顯著為負。

這些證據表明獲得政府貸款幫助的影響因素可能與企業銀行貸款的決定因素負

相關，即地方政府會選擇性的幫助某些自身較難獲得銀行貸款的私營企業從銀

行獲得貸款，從而導致基準迴歸模型結果被低估。和工具變數迴歸的結論一

致，政府貸款幫助顯著提高私營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可能性以及貸款規模。 

Panel B 根據金融市場化程度進行分組，結果顯示在金融市場化程度較低的

組別中，政府貸款幫助的係數在銀行貸款獲得和貸款規模中都更大；而且，反

米爾斯比率的係數在該組別中顯著為負，而在金融市場化程度較高的組別中並

不顯著。原因可能是在金融發展程度較低的地區，較難獲得銀行貸款的私營企

業會更加努力尋求政府的貸款説明，所以樣本選擇偏誤問題更加嚴重；而在金

融發展程度較高的地區，銀行之間的激烈競爭使得私營企業貸款相對容易，因

此政府貸款説明的配置較為隨機。 

在根據企業規模分組的 Panel C 中，儘管我們發現政府貸款幫助的係數在

小規模企業的組別中都更大，但是，反米爾斯比率的係數卻僅在大規模企業的

組別中顯著為負。說明某些銀行融資更為困難的大規模企業能夠有效尋求並獲

得政府貸款幫助，而小規模企業即使銀行融資困難亟需政府貸款幫助，但事實

上很難獲得這類幫助。原因可能是大規模企業可以提供更多的就業和稅收，而

這正是地方政府所關心的方面，當然，由於規模經濟，對大規模企業的幫助可

能會產生更大的收益，因此，這裡的結果並沒有證實政府幫助是尋租活動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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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 

在 Panel D 中，我們利用 CEO 是否黨員進行分組，政府貸款幫助的係數依

然在銀行融資困難程度較高的組別（CEO 不是黨員）中更大；反米爾斯比率的

係數雖然全部為負，但是僅在 CEO 是黨員組別的貸款規模迴歸中在 10%水準上

顯著。說明當我們依據 CEO 是否黨員將企業分組之後，在每個單獨的組內，尤

其是在 CEO 不是黨員的組別中，樣本選擇偏誤問題並不嚴重。 

本小節 Heckman 兩階段模型的結果進一步證實了本文的假說 1，即政府貸

款幫助顯著提高了私營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可能性以及貸款規模。同時，分組

檢驗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了估計結果的穩健性，因為如果前文的結果僅僅

反映了遺漏變數或其他內生性問題，則我們幾乎沒有理由預期政府貸款幫助的

係數在某些組別中系統性更大。此外，政府貸款幫助決定因素的迴歸結果表

明，在私營企業向銀行申請貸款的過程中，地方政府提供的幫助可能更加符合

改善效率式的幫助，即支持假說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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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政府貸款幫助和企業銀行貸款獲得及規模：Heckman 兩階段模型（第二

階段） 

Panel A：全樣本迴歸 
Access to bank finance 

(Probit) 
 

Size of bank finance 

(Tobit) 

gov_loan_help 1.491***  2.268*** 

 (0.363)  (0.533) 

lambda -0.517**  -0.816*** 

 (0.210)  (0.304) 

控制變數 Yes  Yes 

N 1656  1656 

Panel B：地區金融發展程

度 

Access to bank finance 

(Probit) 
 

Size of bank finance 

(Tobit) 

低 高  低 高 

gov_loan_help 2.929*** 0.790  3.845*** 1.558** 

 (0.518) (0.660)  (0.764) (0.778) 

lambda -1.300*** -0.167  -1.730*** -0.465 

 (0.296) (0.379)  (0.440) (0.419) 

控制變數 Yes Yes  Yes Yes 

N 855 792  855 792 

Panel C：企業規模 

Access to bank finance 

(Probit) 
 

Size of bank finance 

(Tobit) 

小 大  小 大 

gov_loan_help 2.102** 1.425***  3.048** 2.087*** 

 (0.870) (0.374)  (1.293) (0.500) 

lambda -0.580 -0.582**  -0.783 
-

0.840*** 

 (0.446) (0.237)  (0.699) (0.306) 

控制變數 Yes Yes  Yes Yes 

N 818 789  825 805 

Panel D：CEO 是否黨員 

Access to bank finance 

(Probit) 
 

Size of bank finance 

(Tobit) 

否 是  否 是 

gov_loan_help 1.566*** 0.946**  2.137*** 1.686*** 

 (0.553) (0.461)  (0.813) (0.561) 

lambda -0.415 -0.272  -0.594 -0.556* 

 (0.316) (0.279)  (0.466) (0.335) 

控制變數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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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610 975  652 988 

註：①控制變數包括表 2-2 第 2 列或第 4 列中的控制變數。②處理方程的設定參考政府貸款説

明的決定因素模型（4），為了儘量避免樣本損失，處理方程的估計捨棄了城市產業層面變數和

區域控制變數，但是加入了城市虛擬變數。③***、**、*分別表示在 1%、5%、10%的置信水

準上顯著；括弧內是經過城市產業聚類調整的標準誤。 

 

2.6 銀行信貸配置效率檢驗 

在上一節 Heckman 兩階段模型部分，有證據顯示政府貸款説明可能更加符

合改善效率假說。但是，通常而言，政府在信貸市場上的干預往往不是改善銀

行部門信貸配置效率的可靠辦法。因此，作為進一步的研究，我們試圖檢驗，

在中國獨特的制度背景之下，當金融體系發展嚴重滯後，私營企業在銀行信貸

市場上遭受歧視性待遇時，政府貸款幫助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銀行信貸配

置效率？ 

我們的研究策略具體體現為如下兩個問題：（1）政府貸款幫助是否有助於

「應該」得到銀行貸款的企業獲得銀行貸款？政府貸款説明是否有助於需要銀

行貸款、且賄賂較高的企業獲得銀行貸款？（2）在得到政府貸款幫助、沒有得

到政府貸款幫助的企業組別中，銀行貸款的獲得對於企業的成長和績效的影響

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問題（1）涉及兩個方面，首先，我們需要識別「應該」得到銀行貸款的企

業。我們認為如果企業融資約束較強，需要外部融資包括銀行貸款，同時企業

的 TFP 成長較高，那麼，相比其他企業，銀行貸款對該類企業的發展具有更加

重要的意義。因此，相比沒有政府貸款幫助的情形，如果地方政府幫助該類企

業獲得銀行貸款的可能性、以及貸款規模增加，我們可以認為地方政府有效的

幫助了該類「應該」獲得銀行貸款的企業，政府貸款説明改善了銀行信貸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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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其次，如果需要銀行貸款、且賄賂較高的企業，在獲得政府貸款幫助的

情形下，更可能獲得銀行貸款，同時貸款規模更大，那麼，我們認為需要銀行

貸款的企業可能通過賄賂尋求政府貸款幫助，進而獲得銀行貸款，即政府貸款

幫助屬於尋租活動式的幫助。如果上述情形並不成立，我們認為政府貸款幫助

可能不屬於尋租活動式的幫助。可能的情形是，沒有獲得政府貸款説明、需要

銀行貸款的企業，通過賄賂其他相關人員，比如銀行職員，從而得到銀行貸

款。也就是說，賄賂銀行職員和尋求政府貸款説明，可能是需要銀行貸款的企

業的兩種替代策略。 

在迴歸分析中，問題（1）的實證策略如下：首先，使用融資約束

（constraint）和 TFP 成長較高（growth）的交互項來表示「應該」得到銀行貸

款的企業；使用融資約束（constraint）和賄賂較高（etc）的交互項來表示需要

銀行貸款、且賄賂較高的企業。其次，採用分組迴歸的方式，在控制了其他變

數的情形下，比較在得到政府貸款幫助、沒有得到政府貸款幫助的組別中，上

述兩類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可能性、以及貸款規模是否存在顯著差異。融資約

束（constraint）企業定義如下：如果對於問題「企業沒有申請銀行貸款的原因

是什麼？」，企業經理人的回答為「不需要貸款」，則該企業歸類為「不需要銀

行貸款的企業」；其他所有企業歸類為「融資約束企業」。對於企業 TFP 成長，

我們首先計算了 2000-2002 年企業 TFP 的成長率21，然後將該 TFP 成長率分佈

                         
21 企業 TFP 的計算參考 Ayyagari et al. (2010)，即將企業附加值對勞動力和固定資產與所有產業

虛擬變數的交互項進行迴歸，計算殘差即為企業 TFP。企業附加值定義為總銷售額減去總原材

料成本，勞動力為總雇員數量，固定資產作為資本的代理變數。我們使用 2000-2002 年企業

TFP 的成長率，主要是限於資料的可得性；此外，考慮到樣本中部分企業規模較小，較為長期

的 TFP 成長率可能更好的捕捉企業的潛在成長性，因此，沒有使用 2001-2002 年企業 TFP 的成

長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74

 40 

5 等分，位於前兩個分位的企業歸類為「TFP 成長較高（growth）的企業」。對

於企業賄賂，參考 Cai et al. (2011)和 Chen et al. (2013)，定義為總差旅招待費用

支出占總銷售額的比例，然後將該賄賂分佈 5 等分，位於前兩個分位的企業歸

類為「賄賂較高（etc）的企業」。 

表 2-6 呈現了問題（1）的迴歸結果。根據 Panel A 政府貸款説明是否有助

於「應該」得到銀行貸款的企業獲得銀行貸款，我們發現在獲得政府貸款幫助

的情形下，交互項的估計係數均較高，且在貸款規模（Size of bank finance）迴

歸中，交互項的估計係數在 1%的水準上顯著。此外，組間係數差異檢驗的經驗

p 值（Empirical p-value）顯示，貸款規模迴歸中，獲得政府貸款幫助的情形

下，交互項的估計係數在 10%的水準上顯著高於沒有政府貸款幫助的情形。這

一結果表明地方政府有效的幫助融資約束、TFP 成長較高的企業獲得更大規模

的銀行貸款，政府貸款幫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銀行信貸配置效率。 

表 2-6 銀行信貸配置效率檢驗 I：政府貸款幫助對不同類型企業的影響 

 Access to bank finance (Probit)  Size of bank finance (Tobit) 

 
gov_loan_ 

help = 0 

gov_loan_ 

help = 1 
 

gov_loan_ 

help = 0 

gov_loan_ 

help = 1 

Panel A：政府貸款幫助是否有助於融資約束、TFP 成長較高的企業獲得銀行貸款？ 

constraint*growth 0.058 0.250  0.136 0.637*** 

 (0.111) (0.215)  (0.149) (0.237) 

控制變數 Yes Yes  Yes Yes 

N 932 229  954 236 

Empirical p-value 0.260  0.088 

Panel B：政府貸款幫助是否有助於融資約束、差旅招待費用較高的企業獲得銀行貸款？ 

constraint*etc 0.264** -0.231  0.386** 0.019 

 (0.115) (0.197)  (0.169) (0.292) 

控制變數 Yes Yes  Yes Yes 

N 1425 283  1444 282 

Empirical p-value 0.023  0.174 

註：①控制變數包括表 2-2 第 2 列或第 4 列中的控制變數。②經驗 p 值（Empirical p-value）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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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組間交互項（constraint*growth 或者 constraint*etc）係數差異的顯著性，利用費舍爾組合檢

驗（Fisher's Permutation test）抽樣 1000 次得到。③***、**、*分別表示在 1%、5%、10%的置

信水準上顯著；括弧內是經過城市產業聚類調整的標準誤。 

 

Panel B 政府貸款幫助是否有助於融資約束、差旅招待費用較高的企業獲得

銀行貸款的估計結果顯示，僅在沒有政府貸款幫助的情形下，交互項的估計係

數顯著為正，且在銀行貸款獲得（Access to bank finance）迴歸中，根據經驗 p

值，交互項的估計係數在 5%的水準上顯著高於獲得政府貸款幫助的情形。這一

結果沒有支持政府貸款幫助屬於尋租活動式的幫助，即地方政府沒有幫助有融

資約束且差旅招待費用較高的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結合前文的迴歸結果，我們

認為對於需要銀行貸款的企業而言，如果無法獲得政府貸款幫助，這類企業可

能會選擇賄賂銀行職員，從而得到銀行貸款(Chen et al., 2013)。 

問題（2）主要涉及政府貸款幫助是否會改變銀行貸款對企業成長和績效的

影響。如果在得到政府貸款幫助、沒有得到政府貸款幫助的企業組別中，銀行

貸款對於企業成長和績效的影響沒有顯著差異，那麼，結合問題（1）的結果，

即地方政府有效的幫助了「應該」獲得銀行貸款的企業得到銀行貸款，我們認

為，就促進私營企業和地方經濟發展而言，政府貸款説明改善了銀行信貸配置

效率。但是，如果在獲得政府貸款幫助的企業組別中，銀行貸款對企業成長和

績效的影響，遠遠低於沒有獲得政府貸款幫助的企業組別，那麼，我們認為政

府貸款幫助可能在總體上降低了銀行貸款的利用效率，地方政府的幫助扭曲了

銀行信貸的有效配置。 

我們採用分組迴歸的方式實證檢驗問題（2），即在控制了相關變數的情形

下，比較在得到政府貸款幫助、沒有得到政府貸款幫助的組別中，銀行貸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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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成長和績效的影響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對於企業成長和績效，參考 Cull 和 

Xu (2005)和 Du et al. (2012)，我們利用 2002 年企業淨利潤的再投資率

（Reinvestment rate）作為企業成長的度量，企業績效利用勞動生產力度量，即

2002 年人均產出的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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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銀行信貸配置效率檢驗 II：銀行貸款對企業成長和績效的影響 

 Reinvestment rate (Tobit)  Productivity (OLS) 

 
gov_loan_ 

help = 0 

gov_loan_ 

help = 1 
 
gov_loan_ 

help = 0 

gov_loan_ 

help = 1 

bank_loan 0.231*** 0.204**  0.280*** 0.393*** 

 (0.068) (0.081)  (0.098) (0.137) 

控制變數 Yes Yes  Yes Yes 

N 1265 263  1439 277 

Empirical p-value 0.420  0.278 

loan_size 0.131** 0.071*  0.090 0.118* 

 (0.051) (0.040)  (0.103) (0.068) 

控制變數 Yes Yes  Yes Yes 

N 1263 262  1437 276 

Empirical p-value 0.263  0.448 

註：①控制變數包括表 2-2 第 2 列或第 4 列中的控制變數，以及企業創新指數（innovation）、

總經理是否黨員（ceo_party）、總經理是否前政府官員（ceo_govoffical）。②經驗 p 值

（Empirical p-value）是檢驗組間銀行貸款變數（bank_loan 或者 loan_size）係數差異的顯著

性，利用費舍爾組合檢驗（Fisher's Permutation test）抽樣 1000 次得到。③***、**、*分別表示

在 1%、5%、10%的置信水準上顯著；括弧內是經過城市產業聚類調整的標準誤。 

 

表 2-7 呈現了問題（2）的迴歸結果。我們發現，在企業成長

（Reinvestment rate）和績效（Productivity）迴歸中，政府貸款幫助、沒有政府

貸款幫助的企業組別之間，根據經驗 p 值，銀行貸款獲得（bank_loan）或貸款

規模（loan_size）的估計係數在傳統水準上，均不存在顯著性差異。而且，在

企業績效迴歸中，如果企業獲得政府貸款説明，貸款規模的估計係數在 10%的

水準上顯著為正，但是，在沒有政府貸款幫助的情形下，該係數並不顯著。表

2-7 的結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幫助並沒有在總體上降低銀行貸款的利用效率，相

反，就促進私營企業和地方經濟發展而言，由於地方政府有效的幫助了融資約

束、TFP 成長較高的企業獲得更大規模的銀行貸款，有利於企業勞動生產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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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因此，政府貸款説明改善了銀行信貸配置效率。 

本小節問題（1）和（2）分別通過「哪類企業受益於政府貸款幫助」和「政

府貸款幫助對銀行貸款利用效率的影響」兩個方面，從「事前效果」和「事後效

果」兩個維度，對政府貸款説明改善銀行信貸配置效率這一問題提供了經驗支持。

而且，問題（1）的檢驗結果也進一步支持了假說 2b，即地方政府提供的幫助是

改善效率式的。 

2.7 結論 

轉型經濟國家金融市場發展通常較為滯後，極大地阻礙了私營部門的發

展。本文利用世界銀行中國企業層面調查資料，研究在私營企業向銀行申請貸

款的過程中，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實證結果顯示，政府貸款説明顯著提高

了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可能性以及貸款規模，而且這一效果在銀行融資困難程

度更加嚴重的企業組別中更強。其次，在私營企業向銀行申請貸款的過程中，

地方政府提供的幫助可能更加符合改善效率式的幫助。最後，進一步研究表明

政府貸款幫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銀行信貸配置效率。 

本文實證結果對於中國在轉型時期銀行部門針對私營企業的信貸配置機制

提供了一個新的解釋，即地方政府在銀行信貸市場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幫

助成長迅速但是較難獲得銀行融資的私營企業獲得銀行貸款。此外，更為重要

的是，本文結論對於理解政府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所應該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可

以採取哪些具體措施幫助私營部門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據。當中國金融市場發

展滯後，同時私營企業在銀行信貸市場上遭受歧視性待遇，融資困難阻礙私營

部門的發展時，地方政府在銀行信貸市場上的積極參與可以幫助私營企業獲得

銀行融資，從而推動私營部門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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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結論對於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具有重要的政策涵義。Djankov 

et al. (2003)認為對特定經濟體而言，合適的制度選擇應該在私人秩序混亂成本

和獨裁成本之間進行權衡，即在理解市場經濟或者政府管制時，我們必須綜合

考慮二者所伴隨的成本和好處。Du et al. (2014)利用上述框架實證研究政府在中

國私營企業商業糾紛解決中的角色及其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發現在商業糾紛解

決中，政府相對市場力量更大的地區企業績效更好。Cull et al. (2017)發現在私

營部門發展的早期階段，地方政府推動市場發展的努力可以幫助企業克服市場

失靈，改善企業效率。本文結論與上述發現一致，即在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當

中，經濟體通常缺乏複雜而完善的市場支持性制度，此時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

積極參與可能是有益的。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一些實施了經濟完

全自由化的轉型國家，最終經濟表現不盡如人意的原因。但是，我們必須指

出，政府參與經濟活動可能會帶來官僚腐敗和尋租行為，而中國地方政府之所

以成為「幫助之手」，主要原因是中國所採取的財政分權體制和基於績效的政治

晉升制度，但是每個轉型國家的基礎制度並不相同，中國經驗的外部有效性並

沒有得到共識。因此，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如何降低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成

本，將政府的角色轉變為「幫助之手」，從而促進私營部門的發展，依然需要進

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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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變數定義 

變數 定義 

bank_loan 虛擬變數，等於 1 如果企業經理人對如下問題的回答為「是」：「是

否從銀行或金融機構獲得貸款？」，否則等於 0 

loan_size 銀行授信額度占企業總資產的比例 

gov_loan_help 虛擬變數，等於 1 如果企業經理人對如下問題的回答為「是」：「在

2002 年企業從銀行獲得貸款的過程中，任何政府機構或官員是否曾提供幫

助？」，否則等於 0 

gov_loan_help 

_sc 
同一城市產業其他企業獲得的政府貸款幫助的平均值 

lag_ros 滯後一年的企業息稅前利潤除以總銷售額 

age 企業年齡（2002 減去企業成立年份）的對數 

firm_size 企業總雇員的對數 

state_share 政府擁有企業份額 

group_member 虛擬變數：企業是否屬於集團公司或控股公司成員？ 

ceo_edu 總經理受教育程度 

ceo_tenure 總經理在職年數 

ceo_salary 虛擬變數：總經理工資是否實行年薪制？ 

kofl 企業資本勞動比的對數 

ceo_party 虛擬變數：總經理是否是黨員？ 

ceo_govoffical 虛擬變數：在成為企業總經理之前，其是否為政府官員？ 

park 企業是否位於工業園區、科技園區或者出口加工區 

innovation 企業創新指數：1999 年至今，企業是否引入如下類別創新：新產品或

服務；新業務範圍；改進工藝；新的管理技術；新的品質控制，該指數等

於上述 5 個虛擬變數之和除以 5 

constraint 虛擬變數，度量企業是否為「融資約束企業」，等於 0 如果企業經理

人對問題「企業沒有申請銀行貸款的原因是什麼？」的回答為「不需要貸

款」，否則等於 1 

growth 虛擬變數，度量企業是否為「TFP 成長較高的企業」，等於 1 如果

2000-2002 年企業 TFP 的成長率位於所有樣本企業 TFP 的成長率分佈 5 分

位的前 2 分位，否則等於 0；企業 TFP 的計算是將企業附加值對勞動力和

固定資產與所有產業虛擬變數的交互項進行迴歸所得到的殘差；企業附加

值定義為總銷售額減去總原材料成本，勞動力為總雇員數量，固定資產作

為資本的代理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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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 虛擬變數，度量企業是否為「賄賂較高的企業」，等於 1 如果企業總

差旅招待費用支出占總銷售額的比例位於所有樣本企業該比例分佈 5 分位

的前 2 分位，否則等於 0 

reinvestment 2002 年企業淨利潤的再投資率 

productivity 2002 年人均產出的對數 

etc_sc 企業總差旅招待費用支出占總銷售額的比例的城市產業平均值 

court_dispute_sc 企業通過法院裁決解決的商業糾紛比例的城市產業平均值 

gov_competent_

sc 

政府官員有效服務比例（企業經理人對如下問題的回答：「企業經常

打交道的政府官員當中，多少比例官員提供了有效服務？」）的城市產業

平均值 

official_help_sc 政府官員支援企業發展比例（企業經理人對如下問題的回答：「企業

經常打交道的政府官員當中，多少比例官員支援而非阻礙企業發展？」）

的城市產業平均值 

finan_developme

nt 
市場化指數子指數：金融市場化程度 

ln_gdp 城市人均 GDP 的對數（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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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反腐敗進程對於中國黨政機關公務用車採

購的影響 

3.1 引言 

在發展中國家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腐敗被認為是阻礙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

因素( Shleifer & Vishny, 1993；Mauro, 1995)，尤其是在非民主政權的國家中，

介於公眾輿論監督以及政黨競爭較弱的原因，官僚的腐敗水平普遍較高(Shleifer 

& Vishny, 1993)；尤其是對於正處於經濟轉型、經濟水平高速發展中、政府財

政收入水平較高的國家，更容易滋生腐敗問題( Shleifer, 1997；Brollo et al., 

2013)。為了緩解國家內部的腐敗問題，制定相關的反腐敗政策是各國政府用於

治理內部腐敗的一項重要工作與手段，然而在研究反腐敗治理工作有效性的相

關文獻較少(Olken & Pande, 2012)而中國自 1978 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經

歷了由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BBC, 

2011)，然而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同樣滋生了腐敗問題。 

本論文以中國政府於 2012 年「公務用車限購清單」22政策的實施成效為研

究對象，並且將 2013 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任之後開始進行的政府肅貪納入

了考慮，檢視公務用車在相關期間循規(compliance)的動態(dynamics)，期待在本

研究中可以借助現有數據以及統計方法驗證公務用車限購清單公佈以及反腐敗

進程對於公務用車購買的影響。我們利用中國大陸在 2009-2013 年的中國汽車登

錄數據以及 difference-in-difference 的方法估計 2012 年 2 月後列為「公務用車限

購清單」上的車款相對於清單公布前相對於不列於限購清單上的汽車的銷售狀況

                         
22 「公務用車限購清單」具體車款詳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網站

https://www.miit.gov.cn/gzcy/yjzj/art/2020/art_3b734ee98f8141a2be0849b81b383122.html
。 

https://www.miit.gov.cn/gzcy/yjzj/art/2020/art_3b734ee98f8141a2be0849b81b383122.html
https://www.miit.gov.cn/gzcy/yjzj/art/2020/art_3b734ee98f8141a2be0849b81b3831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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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實證估計結果表明，在「公務用車限購清單」上所列的車款在限購清單政

策公佈之後並無顯著政策效果，甚至於在 2013 年 1 月反腐敗運動開始之後也無

顯著效果，而是在 2013 年 5 月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巡視組開始各省反

腐敗巡視工作開始之後有顯著性的下降。 

本論文的貢獻主要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現有關於各國反腐敗政策效果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研究宏觀方面，例如

研究反腐敗政策對於宏觀經濟增長的影響等(Mauro, 1995; Wei, 2000; Ding et 

al.,2020)，基於微觀數據方面的研究還較少，尤其是對於發展中國家，本論文為

驗證在發展中國家開展反腐敗工作的成效提供了一項實證參考。 

第二，由於有關於政府內部貪腐問題的實證數據的難以取得，現有的文獻鮮

少有關於政府的三公消費23的研究(Olken & Pande, 2012)，且關於公務用車消費的

研究更是甚少，因此，本論文利用目前較為難以獲得的包含有公務用車消費的數

據進行實證研究，為政府三公消費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實證研究證據，本研究是第

一篇研究政府內部公務車輛消費與反腐敗政策關係的文章。與我們論文較為接近

的是(Xue et al., 2016)，該論文利用由 CSMAR 獲得的企業年報內的行政費用研

究主要研究大型國有企業內三公消費與反腐敗工作的關係，其研究結果表明，國

有企業、與政府具有政治關聯24的企業內部的三公消費有了顯著性的下降。我們

與該文的不同點在於我們研究的是反腐敗政策對於全部黨政機關在三公消費中

的公務用車消費的影響，而該文章僅使用企業層面上的數據研究企業的三公消費

受反腐敗政策的影響。 

                         
23  包括政府部門人員因公出國（境）經費、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以及公務招待費產生的消

費。 
24 政治關聯在該論文中意為企業 CEO 在政府相關單位任職、具有軍隊服役經歷或是為中共黨員

身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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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紹相關文獻回顧；第三部分為介紹本論

文研究背景、政府公務用車改革政策以及此次反腐敗運動等相關政策；第四部分

將介紹說明相關數據以及變數；第五部分為基準迴歸模型及結果；第六部分及第

七部分為相關穩健性檢驗；第八部分為研究結論。 

3.2 文獻回顧 

在研究政府反腐敗工作效果的文獻中，普遍認為使用可以被直接觀察到的

數據則視為是最為可靠的，然而腐敗往往是一件隱密的事件，因此許多學者均

遇到了如何量化腐敗這一研究難題( Fang et al., 2014)。在大量的研究文獻中認

為腐敗可以分為兩大類(Qian & Wen, 2015)，第一類為顯性腐敗，例如官員的貪

污或者受賄等；第二類為隱性腐敗，如政府官員利用政府公共資源所獲得的奢

侈生活、過度浪費等(周黎安，陶婧, 2009; 黄玖立，李坤望, 2013; Lin et al., 

2016)。 

中國的腐敗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了中國的經濟發展(Feldstein, 2012; Oster, 

2014)，有關於中國政府反腐敗的研究也層出不窮(Fisman & Wang, 2015;Fang et al., 

2014)。與其他腐敗程度較高的國家不同，作為集權型政府的中國對於政府內部

腐敗問題的調查和懲戒則更具有威懾力，因此在官員中流行著一句名言，「eat 

quietly, take gently and play secretly」(Jacobs, 2013)，這句在官員中流行的名句也

說明了政府官員在腐敗中則更傾向於隱性腐敗。中國政府官員憑藉政府特權所使

用政府所赋予的公共资源以維持與享受奢侈铺张的工作環境和日常生活，例如出

入高級餐廳、配戴豪華手錶、使用珠寶等奢侈品、享受極低的購置住宅或商業用

地的折扣、出入均乘坐豪华汽车等，这些均属于我們上文所述的腐败范围內

( Heidenheimer & Johnston, 2009; Xue et al., 2016)。而本論文中所研究的政府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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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車過度採購也屬於隱性腐敗(新華網, 2010)。 

但是由於與反腐敗相關的直接數據獲得困難且無法直接觀察，因此許多學者

均採取通過間接的數據來考察政府反腐敗工作的效果。Shu & Cai(2017)利用 2011

年 11 月 21 日至 2014 年 4 月 18 日共計 560 个交易日、13 家不同價格檔次的白

酒公司每日股票交易數據，研究自「八項規定」 25(新華網, 2012)頒布之後26，高

價位、高檔次白酒公司的股票累積超額報酬顯著下降；Lan & Li(2018)則利用 1996

年-2012 年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庫27的進出口貿易數據將中國與新加坡、美國及

中國香港的奢侈品進口量做估計對比，結果發現中國在中央以及各地方領導人換

屆期間的奢侈品進口量—尤其是高檔豪華手錶的進口量顯著增加28；Qian & 

Wen(2015) 則利用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7 月的 COMTRADE 數據指出習近平

在開展大規模反腐敗工作之後，容易被公眾觀察到的奢侈品的進口量顯著的降低，

尤其是在珠寶等奢侈品方面；Ding et al.(2020) 認為中共中央紀委中央巡視組開

始巡視之後才意味著政府真正意義上反腐敗工作的開始，因此其利用 CSMAR 的

數據來計算相關奢侈品公司29、與政府有政治關聯的公司的股票累積收益率，結

論表明這些公司較於私營企業、無政治關聯等公司在中央巡視組巡視期間的累積

收益率顯著下降；Fang et al.(2014)與 Zhao et al.(2020)則均利用各地方土地交易數

據研究反腐敗與土地價格的關係，研究結果表明政府官員在購房市場中可憑藉自

身的權利拿到更低的折扣，尤其是在住宅用地以及商業用地的市場內。 

                         
25 八項規定詳細內容見附錄 2。 
26 在該論文中主要以「八項規定」中的「禁酒令」為研究對象。 
27 UN COMTRADE。 
28 但是在 2011-2012 年期間顯示進口量下降，文章解釋為是與網絡的傳播和興起有關，各地方

領導人不得不避免配戴高檔手錶而避免被廣大網友披露與討伐，但是該論文無法與習近平的反

腐敗運動相關聯，原因是反腐敗運動是在 2012 年底換屆之後才開始實施。 
29 此文中的奢侈品公司定義為高價位珠寶、高價位白酒、高價位健康保健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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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背景及相關政策介紹 

3.3.1 中國大陸公務車改革政策 

三公消費30在近年來一直是輿論與政府改革所關注的目標。雖然缺乏確切的

數字，但有媒體披露，2011 年的三公消費可能超過 9000 億人民幣；約佔 2012 年

財政收入的 10%31。也因此自 2011 年起，在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要求之下32，中

央與地方政府開始逐年提供各單位的相關支出訊息，並且開始實施各種規定，對

公務相關的消費進行管控。 

公務用車33的支出則是三公消費中的一項重要組成，並且成為了中國公共財

政上的一個巨大議題。所謂「公務用車」是指中國各「公務機關(包括各級黨、政

機關、司法部門、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利用政府財政撥款購買，並用於執行公

務活動的機關內部車輛」，此外，依據用途可以將公務用車分為 「國家各級黨政

機關及事業單位領導幹部專用車以及公務人員公務活動業務用車」兩大類。在計

畫經濟時期，公務用車政府採購、統一使用的公務用車制度為機關和企事業單位

有效履行公務起到一定積極作用。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社會迅速發展，市場經濟深

入和政府職能轉變，以及公共交通基礎設施不斷改善，該制度的弊端也越來越突

出，例如公車購買浪費嚴重、公車私用現象普遍等，並逐漸發展成為中國社會經

濟建設的嚴重障礙，成為公共財政的嚴重包袱。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34公佈

的中央本級三公消費費用來看，從 2010 年至 2014 年中央本級的三公消費總額

                         
30  包括政府部門人員因公出國（境）經費、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以及公務招待費產生的消

費。 
31 https://manview.rfaweb.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nu-03262013151005.html 
32 「要求中央各部門公開 2010 年度‘三公’經費決算數和 2011 年‘三公’經費預算情況，地方政府

及其有關部門要比照中央財政做法，並做好部門預算、‘三公’經費等公開工作。」 
33 公務用車概念參考「https://baike.baidu.com」。 
34 可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網站 http://yss.mof.gov.cn。 

http://yss.mof.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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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3594.7 億元、94.28 億元、79.68 億元與 71.51 億元，而其中公務用車費用

（包含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分別為 61.69 億元、59.19 億元、42.53 億元、41.27

億元，占三公消費總額的佔比數分別為 65.14%、62.78%、53.37%、57.71%。從

中我們可以看出，公務用車費用一直占三公消費的巨頭，因此削減公務用車費用

則顯得尤為重要。因此中央陸續制定了相應的政策對公務用車購買及使用制度進

行了改革。在公務用車採購政策的改進歷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兩次改革分別為

2012 年的「公務用車限購清單」的公布以及 2014 年的「中央和國家機關公務用

車改革方案」36的下發。在本論文中我們僅研究 2012 年的「公務用車限購清單」

的公布與反腐敗工作效果的關係。 

2011 年 11 月 14 日，為降低行政成本，推進節能減排，規範黨政機關 公務

用車採購管理，工業和資訊化部、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事

務管理局等三部門根據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有關要求制定了

《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選用車型目錄管理細則》，並予以發佈。細則中所稱公務用

車，是指黨政機關用於履行公務的機動車輛，包括轎車、越野車及多功能乘用車，

分為一般公務用車和執法執勤用車。其後，按照《細則》要求，工業和資訊化部、

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事務管理局組織汽車行業協力廠商機

構的技術經濟專家組成《2012 年度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選用車型目錄》評審專家

組，專家組通過對企業申報材料的審查和車型性價比指數計算，形成了《2012 年

度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選用車型目錄(徵求意見稿)》，於 2012 年 2 月 24 日公佈，

也就是本論文中所說明之「公務用車限購清單」，清單中總共包含 208 款車型。 

                         
35
 計價單位均為人民幣。 

36 2014 年「中央和國家機關公務用車改革方案」詳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網站

http://www.gov.cn/xinwen/2014-07/16/content_2718604.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4-07/16/content_27186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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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中國自十八大之後的反腐敗工作 

2012 年 11 月 15 日，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第一次會議上

正式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並且提出黨內的腐敗不僅會影響經濟的增長同時會

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生存構成了威脅(BBC News,2012)；同年的 11 月 20 日，中共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以下簡稱為「中共中央紀委」）宣布公眾對於黨的信任已

經達到了關鍵的時刻，因此必須立刻將反腐敗工作作為一項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務；

緊接著在 2012 年的 12 月 4 日，中共中央紀委宣布了「中共八項規定」，其中明

確規定了要減少奢侈品消費、公款吃喝、公款接待，並且要嚴格執行住房以及公

務車使用規範等共計八條規範以及戒令(BBC News,2012)。自此，中國共產黨開

始了自 1978 年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場反腐敗運動 37 (Oster, 2014; Heilmann, 

2016;Fang, 2017)，然而與此同時並沒有宣布相關的法律法規以及懲治措施等，因

此很容易被認為與以往的黨內領導人換屆時所進行的反腐敗工作一樣是一項簡

單的政治任務或者是短期內的一項政策而已(Qian & Wen, 2015)，但是接下來所

開展的反腐敗工作卻證明不僅如此。 

2013 年 5 月中旬，中共中央紀委宣布中共中央紀委中央巡視組將自此分批

至不同的省份進行巡視檢查。中央巡視組負責檢查所至省份各級政府機構及部門，

並且重點視察所至省份的反腐敗工作，有無限制的權利可以詢問、調查任何與受

賄、行賄、腐敗相關的人員及事件等。並且在每一個所至省份停留兩個月之久，

在此巡視期間中央巡視組將採用各方不同的形式收集有關腐敗案件的相關資訊，

若巡視組人員一旦發現腐敗跡象，即立刻報告巡查組進行調查。這樣的打擊力度

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德意志銀行發表相關說明「中國自 2013 年開展的

                         
37 關於反腐敗工作的具體內容可參考(Heilman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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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敗工作所覆蓋的規模以及所產生的成效將會比之前預想的要大的多」

(Dawson, 2014)。通過對當時百度指數以及谷歌搜尋量等網絡搜尋指數的動態來

看，此次反腐敗運動也激起了廣大民眾的極大關注(Yuen, 2014)，並且也得到了廣

泛大眾的支持(Beck et al., 2010)38。 

尤其是在 2013 年 5 月 17 日中央巡視組開始巡視工作前沒有對所將要巡視

的省份進行任何的預警，也沒有預警其他即將前往巡視的省份所屬的輪次、時間

及地點，因此，中央巡視組所巡視的省份被視為是被隨機挑選的且巡視檢查工作

這一項政策可被視為是外生政策(Kong et al., 2017)。但是中共中央紀委通過此次

行動告知了全國，這次的反腐敗工作將是一場真正的全國意義上的反腐敗運動

(Keliher & Wu, 2016)，事實也證明，中央巡視組之後所進行的四輪省份巡視檢查

覆蓋了中國大陸內的全部省份，而由 5 月 17 日開始的中央巡視組第一輪巡視活

動則可以被視為是反腐敗運動真正開始的標誌性事件。此次大型的反腐敗運動懲

處了近 100 名以上的中共高級官員以及 27 萬名以上的各級政府官員，懲治腐敗

案件近 182,000 件，較往年上升了近 30%(Economy, 2014)。社會各界對於此次大

規模的反腐敗運動的評價也較為積極，認為此次反腐敗運動規範了官員的過度行

為，減少了官員的形式主義等(Ke et al., 2017)，尤其是對中共中央紀委的巡視工

作評價極高，其被評價為提升了黨內的凝聚力(Kautz,2020)、政府官員對黨的忠

誠度以及遵守黨內制度的能力(Brown, 2018; Li,2019)。表 3-1 所示為中共中央巡

視組至各省份巡視工作的時間以及省份組次分佈。 

 

                         
38 該文作者爬取了新浪網、騰訊網、搜狐網、鳳凰網、財新網網民在網絡上關於「反腐敗」相

關字眼的搜尋數據以及評論，分析了廣大民眾對於政府此次反腐敗工作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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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中共中央巡視組巡視組次、時間以及各省份分佈 

巡查組次 巡查省份 巡查時間 

1 重慶、貴州、江西、內蒙古、湖北 2013.5 

2 安徽、湖南、吉林、雲南、山西、廣東、新疆、遼寧、北京 2013.10  

3 寧夏、山東、天津、河南、甘肅、海南、福建 2014.3 

4 廣西、上海、青海、西藏、浙江、河北、山西、黑龍江、四川、江蘇 2014.7 

 

3.4 數據介紹及變數說明 

本論文的數據來自於 2009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共計 5 年、60 个月的中國

汽車登錄數據，且在此汽車銷售數據中為以「公有使用」為購車理由的汽車銷售

數據，購車單位包含各級政府機構、國有企業、事業單位以及其他私人企業等，

數據中包含每一個車型（具體至每一個型號）在中國大陸各省份每一個月內的總

銷售量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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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主要變數敘述性統計 

 觀察值 均值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Panel A:全樣本      

sales (1,000) 57,298 60.90 200.83 2 6,348 

lnsales 57,298 2.823 1.50 0.69  8.75  

sales_t(1,000) 57,298 59,416.44 15,554.65  16,064 107,812 

market_share 57,298 0.001 0.003  0.000  0.101  

treated 57,298 0.092 0.290 0 1 

round 57,298 2.714 1.02 1  4  

Panel B:實驗組      

sales (1,000) 201 24.99 37.92 2 225 

lnsales 201 2.41 1.26  0.69  5.42  

sales_t(1,000) 201 50,131.6 2,955.656 45,814 55,517 

market_share 201 0.001 0.001 0.000 0.005 

Panel C:對照組      

sales (1,000) 57,097 61.032 201.165 2 6,348 

lnsales 57,097 2.82 1.51  0.69  8.76  

sales_t(1,000) 57,097 59,449.13 15,571.24 16,064 107,812 

market_share 57,097 0.001 0.003 0.000 0.101 

 

其中，變數定義為 sales (1,000)為某型號汽車在某月內的銷售量；sales_t(1,000)

為某月內所有汽車的銷售總量；market_share 為𝑠𝑎𝑙𝑒𝑠 /𝑠𝑎𝑙𝑒𝑠_𝑡 ；treated 意為該

型號車輛若列於「公務用車限購清單」上則為 1，否則為 0；round 為中央巡視組

巡視輪次，共 4 輪。 

3.5 基準迴歸模型及其結果 

在 2013 年 1 月開始反腐敗運動之後，中共中央紀委於 2013 年 5 月開始分

別對各個省份進行巡視，因此本論文將以中央巡視組至全國各個省份巡視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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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每輪巡視中所覆蓋的省份做為實驗組進行 difference-in-difference 估計。 

為檢驗 2013 年開始的大型反腐敗運動是否會對於公務用車的消費具有影響，

並且提升政府公務用車限購清單上所列車輛的市場佔有率，本論文設定以下計量

迴歸模型： 

𝑌𝑖,𝑡 = 𝛽𝑡𝑟𝑒𝑎𝑡𝑚𝑒𝑛𝑡𝑖,𝑡 + 𝜃𝑚𝑜𝑛𝑡ℎ𝑡 + 𝜑𝑚𝑜𝑑𝑒𝑙𝑖 + 휀𝑖,𝑡  (5) 

其中， 

𝑡𝑟𝑒𝑎𝑡𝑚𝑒𝑛𝑡𝑖,𝑡 = 𝑡𝑟𝑒𝑎𝑡𝑒𝑑𝑖 × 𝑟𝑜𝑢𝑛𝑑𝑡              (6) 

當𝑡𝑟𝑒𝑎𝑡𝑚𝑒𝑛𝑡𝑖,𝑡  =1 時表明政府所示“公務用車限購清單”上所列車型在中央巡視

組開始巡視工作之後在中央巡視組所至省份內進行銷售。 

我們選擇兩個變數作為汽車銷售量的變數，第一個為某一型號汽車在當月內

的汽車銷售量，並取自然對數（𝑙𝑛𝑠𝑎𝑙𝑒𝑠𝑖𝑡）；第二個為某一型號汽車在該月內占汽

車總銷量的百分比，後文中簡稱為市場佔有率（𝑚𝑎𝑟𝑘𝑒𝑡𝑠ℎ𝑎𝑟𝑒𝑖𝑡），其計算定義為 

𝑚𝑎𝑟𝑘𝑒𝑡𝑠ℎ𝑎𝑟𝑒𝑖𝑡 = 𝑠𝑎𝑙𝑒𝑠𝑖𝑡/𝑠𝑎𝑙𝑒𝑠_𝑡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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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基準迴歸結果 

 變數名稱 被解釋變數 

 （1） （2） 

 lnsales market_share 

treatment 0.1733** 0.0004*** 

 (0.0755) (0.0001) 

month fixed effexts YES YES 

model fixed effects YES YES 

observations 57,298 57,298 

註：括號內為標準誤。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表 3-3 所示為基準迴歸模型結果，（1）列所示為公務用車限購清單車輛的銷

售量變化，（2）列所示為公務用車限購清單車輛的市場佔有率變化。從中我們可

以得出，當中央巡視組開始至所巡視的省份進行巡視之後，該省份中的公務用車

限購清單上所列車輛的銷售量有了顯著的增加，上升了約 0.173%，同時其市場

佔有率也有了顯著的上升，上升了約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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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按車系劃分迴歸結果 

變數名稱 日系車輛 自主車系車輛 

 （1）           （2） （3）            （4） 

  lnsales market_share lnsales market_share 

treatment -0.1306 0.0003* -0.1101 -0.0001** 

 (0.3178) (0.0002) (0.0690) (0.0001) 

month fixed effects YES YES YES YES 

model fixed effect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3,618 13,618 22,591 22,591 

註：括號內為標準誤。   

* p < 0.10, ** p < 0.05, *** p <0.01 

 

表 3-4 所示結果為按照車系所劃分的迴歸結果，由於限購清單中所列車輛僅

包含日系車輛以及自主車系車輛，因此（1）列與（2）列所示為公務用車限購清

單所列日系車輛的銷售量以及市場佔有率的變化，而（3）列與（4）列所示為公

務用車限購清單所列自主車系車輛的銷售量以及市場佔有率的變化。從中我們可

以看出，日系車輛的銷售量的市場佔有率有顯著上升，而自主車系的市場佔有率

顯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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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按車型劃分迴歸結果 

變數名稱 BUS CAR MPV SUV 

 lnsales 

market 

share 

lnsales 

market 

share 

lnsales 

market 

share 

lnsales 

market 

share 

treatment 0.1401 0.0009 0.1788* 

0.0007 

*** 

-0.0495 0.0001 0.2122 0.0001 

 (0.1489) (0.0006) (0.1065) (0.0002) (0.1603) (0.0002) (0.1316) (0.0001) 

month fixed 

effect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model fixed 

effect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65 165 37,118 37,118 6,269 6,269 11,249 11,249 

註：在車型的劃分中，BUS為大型巴士，CAR為轎車，MPV為越野車，SUV為多功能乘用車。括號內為標

準誤。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表 3-5 所示結果為按照車型劃分的迴歸結果。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一般型轎

車的銷售量及市場佔有率均有了顯著性的增長。由於一般型轎車的設定為兩人乘

坐，因此更易於滋生出超額購買等腐敗問題，因此表 3-5 之結果更支持本論文的

研究假設。 

3.6 平行趨勢假說檢驗 

3.6.1 平行趨勢假說檢驗結果 

本論文中假設公務用車限購清單所列車輛的銷售情況變化與其他會影響公

務用車銷售量的其他時間因素均無關，因此我們進行了平行趨勢假說檢驗。在我

們目前所實證的汽車銷售數據當中，有 5 個省份是在中央巡視組第一輪巡視

（2013 年 5 月）中，有 5 個省份是在中央巡視組第二輪巡視（201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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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他的省份均於 2014 年開始進行巡視工作。 

平行趨勢檢驗統計模型設計如下： 

Y𝑖,𝑡 = ∑ 𝛽𝑘 𝑘
× 𝐼(𝐶𝑌𝑖,𝑡 = 𝑘) + ∑ 𝜆𝑘𝑘 × 𝐿𝑗 × 𝐼(𝐶𝑌𝑖,𝑡 = 𝑘) + 𝜃𝑚𝑜𝑑𝑒𝑙𝑖 + 휀𝑖,𝑡   (8) 

其中，𝐶𝑌𝑖,𝑡 = 𝑘為虛擬變數，𝐶𝑌𝑖,𝑡 = 0為中央巡視組開始巡視工作的第一個月，

𝐶𝑌𝑖,𝑡 = 1為中央巡視組開始巡視工作的第二個月，𝐶𝑌𝑖,𝑡 = −1為中央巡視組開始

巡視工作的前一個月，以此類推；𝐿𝑗為中央巡視組開始在某個省份進行巡視工作

的虛擬變數，𝑚𝑜𝑑𝑒𝑙𝑖為個體固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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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平行趨勢假說檢驗結果 

  lnsales market_share 

Round2 *20 months before inspection -0.1914  0.0001  

 (0.1779) (0.0004) 

Round2 *19months before inspection -0.0149  0.0009  

 (0.1385) (0.0003) 

Round2 *18months before inspection -0.1217  -0.0001  

 (0.1357) (0.0002) 

Round2 *17 months before nspection 0.0261  -0.0003  

 (0.1415) (0.0003) 

Round2 *16 months before inspection 0.2607  -0.0002  

 (0.1354) (0.0002) 

Round2 *15 months before inspection -0.0933  -0.0003  

 (0.1441) (0.0002) 

Round2 *14 months before inspection 0.0773  -0.0001  

 (0.1467) (0.0002) 

Round2 *13 months before inspection 0.2280  0.0001  

 (0.1382) (0.0002) 

Round2 *12 months before inspection 0.2409  0.0004  

 (0.1325) (0.0002) 

Round2 *11 months before inspection 0.4783  0.0002  

 (0.1284) (0.0002) 

Round2 *10 months before inspection 0.1164  0.0001  

 (0.1321) (0.0002) 

Round2 *9 months before inspection 0.2084  0.0001  

 (0.1252) (0.0002) 

Round2 *8 months before inspection -0.0014  0.0005  

 (0.1278) (0.0004) 

Round2 *7 months before inspection 0.6572  0.0004  

 (0.1218) (0.0002) 

Round2 *6 months before inspection 0.1013  0.0003  

 (0.1143) (0.0003) 

Round2 *5 months before inspection 0.1061  0.0002  

 (0.1160) (0.0002) 

Round2 *4 months before inspection 0.1319  0.0001  

 (0.1173) (0.0002) 

Round2 *3 months before inspection 0.2940  0.0003  

 (0.1213) (0.0003) 

Round2 *2 months before inspection -0.2429  -0.0002  

 (0.1113) (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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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2 *1 months before inspection 0.1062  -0.0001  

 (0.1201) (0.0002) 

Observations 57,298 57,298 

註：括號內為標準誤。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表 3-6 中顯示的是 common trend 的統計結果，我們在本論文中將 common 

trend 假說向前估計了 20 期，一直追溯到中央巡視組開始第一輪巡視工作的 20

個月以前，以第一輪巡視時間 2013 年 5 月來看，前 20 期一直追溯到 2011 年 9

月，而以第二輪巡視時間 2013 年 10 月來看，前 20 期一直追溯到 2012 年 2 月。

表 3-6 所示結果均與基準月k = −21來做對比，我們從統計結果中來看，無論是

汽車銷售量或是汽車的市場佔有，統計係數在經濟學和統計學上來看均無顯著性

差異。 

從公務用車限購清單的汽車銷售量以及市場佔有率所估計出來的 common 

trend 結果來看，第二輪中央巡視組所巡視的省份在中央巡視組開始巡視工作之

前並無傾向購買政府所示限購清單上的公務用車，甚至於是在 2012 年 2 月政府

官方已公示了公務用車限購清單以及 2013 年 1 月開始反腐敗運動之後。 

3.6.2 事件研究 

在式子（1）中𝛽係數概括的描述了在中央巡視組開始巡視之後公務用車限購

清單中所列汽車銷售量以及市場佔有率的平均變化，無法清晰的看出限購清單銷

售量在一定時期內的動態變化，因此我們進行了動態迴歸模型估計，對樣本時間

內的每一個月進行迴歸估計分析。模型設計如下： 

∆Y𝑖,𝑡 = ∑ 𝛽𝑘 𝑘
× 𝐼(𝐶𝑌𝑖,𝑡 = 𝑘) + 𝜃𝑚𝑜𝑛𝑡ℎ𝑡 + 𝜑𝑚𝑜𝑑𝑒𝑙𝑖 + 휀𝑖,𝑡     (9) 

其中，𝐶𝑌𝑖,𝑡 = 𝑘為虛擬變數，𝐶𝑌𝑖,𝑡 = 0為中央巡視組開始巡視工作的第一個月，

𝐶𝑌𝑖,𝑡 = 1為中央巡視組開始巡視工作的第二個月，𝐶𝑌𝑖,𝑡 = −1為中央巡視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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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視工作的前一個月，以此類推，我們使用數據最早開始的月份作為基準月份。 

 

圖 3-1 公務用車限購清單所列汽車銷量受中央巡視組巡視影響之動態結果圖 

 

圖 3-1 所示為公務用車限購清單所列車輛從 2009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期

間的銷售量變化。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央巡視組開始第一輪巡視後黨政機關

便開始集中購買公務車限購清單上的車輛，而在中央巡視組開始第二輪巡視之後

公務車限購清單上的車輛銷售量有下降的趨勢，我們解釋為在反腐敗工作日益嚴

峻之後，黨政機關在公務車輛上的消費也會逐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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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公務用車限購清單所列汽車市場佔有率受中央巡視組巡視影響之動態結果圖 

 

圖 3-2 所示為公務用車限購清單所列車輛從 2009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期

間的市場佔有率變化。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央巡視組開始第一輪巡視後公務

車限購清單上的車輛市場佔有率明顯上升，而在中央巡視組開始第二輪巡視之後

公務車限購清單上的車輛市場佔有率開始下降，結論與銷售量相同。 

3.7 結論 

中國自 2013 年 1 月起開始了自 1978 年以來規模最大的反腐敗運動，此次

反腐敗運動在初期被各界認為是普遍的政治鬥爭或者是政治任務，然而 2013 年

5 月中共中央紀委中央巡視組開始至全國各個省份進行反腐敗巡視工作，並隨之

調查且懲處了大批反腐敗案件以及官員，向全國社會各界彰顯了政府此次在黨內

進行反腐敗工作的決心。 

從此次反腐敗工作中所頒布的「八項規定」來看，對於政府日常工作中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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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敗及浪費最多的部分均有不同的規定，這便對之前黨內一直期待可以完成的

「三公消費」改革研究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實證機會。本論文便以研究「三公消費」

中的公務用車消費改革做為為研究對象，研究反腐敗工作對於公務用車採購的影

響，結果表明在 2012 年 2 月政府公佈了公務用車限購清單之後，各省的相關政

府機構等並未按照政府的要求來購置公務用車，甚至於 2013 年 1 月開始反腐敗

運動之後也無明顯政策效果，然而在 2013 年 5 月中共中央紀委中央巡視組開始

巡視檢查工作之後，才開始集中購買政府所示公務用車限購清單上的車輛。 

本論文的研究結果證實了政府的大規模反腐敗工作的有效性，也為政府如何

有效地實施大規模反腐敗工作提供了一個理論支持，即中央政府須在實施反腐敗

政策時需有切實的懲罰機制，尤其是對於集權製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反腐敗政策

可有效地減輕政府公共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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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中央八項規定 

一、中央政治局全體同志要改進調查研究，到基層調研要深入瞭解真實情況，

總結經驗、研究問題、解決困難、指導工作，向群眾學習、向實踐學習，多同群

眾座談，多同幹部談心，多商量討論，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難和矛盾集中、群眾

意見多的地方去，切忌走過場、搞形式主義；要輕車簡從、減少陪同、簡化接待，

不張貼懸掛標語橫幅，不安排群眾迎送，不鋪設迎賓地毯，不擺放花草，不安排

宴請。 

二、要精簡會議活動，切實改進會風，嚴格控制以中央名義召開的各類全國

性會議和舉行的重大活動，不開泛泛部署工作和提要求的會，未經中央批准一律

不出席各類剪彩、奠基活動和慶祝會、紀念會、表彰會、博覽會、研討會及各類

論壇；提高會議實效，開短會、講短話，力戒空話、套話。 

三、要精簡文件簡報，切實改進文風，沒有實質內容、可發可不發的文件、

簡報一律不發。 

四、要規範出訪活動，從外交工作大局需要出發合理安排出訪活動，嚴格控

制出訪隨行人員，嚴格按照規定乘坐交通工具，一般不安排中資機構、華僑華人、

留學生代表等到機場迎送。 

五、要改進警衛工作，堅持有利於聯繫群眾的原則，減少交通管制，一般情

況下不得封路、不清場閉館。 

六、要改進新聞報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會議和活動應根據工作需要、新

聞價值、社會效果決定是否報道，進一步壓縮報道的數量、字數、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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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要嚴格文稿發表，除中央統一安排外，個人不公開出版著作、講話單行

本，不發賀信、賀電，不題詞、題字。 

八、要厲行勤儉節約，嚴格遵守廉潔從政有關規定，嚴格執行住房、車輛配

備等有關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規定。 

 

 

 

 

 

 

 

 

 

 

 

 


